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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企業的不同資源如何建立疫情中企業彈性？基於資源基礎理論，我們考慮了兩類企

業內部經營要素（地理要素和資金要素）和兩類企業外部國際化資源（銷售商國際化和

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本論文選擇中小微企業作為我們的研究物件，

通過時間固定效應的 Logistic 模型發現，地理要素、資金要素和銷售商國際化可以正向

促進疫情中的企業彈性。然而，當企業所在地區疫情較為嚴重時，地理要素和資金要素

這兩類內部經營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説明效果更大。當企業使用疫情防控數位化系

統時，地理要素和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效果增強。疫情對企業發展帶

來影響仍然沒有消逝，因此本論文的研究對企業實踐應用和政府政策導向都具有重要的

意義。 

 

關鍵字: 企業彈性；資源基礎理論；新冠疫情；地理要素；資金要素；銷售商國際化；

供應商國際化；防疫數位化系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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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can firms utilize different resources to build resilience during the pandemic? Based on 

resource-based theory, I examine the impact of two types of internal productive inputs (i.e., 

geographical element and capital element) and two typ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e., buye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supplier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firm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pandemic. Using the data from 529 small, medium and micro firms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time-fixed logistic model, I found that geographical element, capital element, 

and buyer internationalization positively affect firm resilience. Moreover, when the pandemic 

situation is more serious, the two types of internal productive inputs (geographic element and 

capital element) have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firm resilience. When firms use pandemic 

prevention system,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geographic element and supplier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firm resilience become stronger. Since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is still ongoing, th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nd the research is also important for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Keywords: Firm resilience; Resource-based theory; COVID-19 epidemic; Geographic element; 

Capital element; Buyer internationalization; Supplier internationalization; Use of pandemic 

preven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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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對我國社會發展的穩定和國民經濟的騰飛至關重要（王正位等, 

2020; 朱武祥, 張平, 李鵬飛, & 王子陽, 2020）。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

組工作會議指出，中小企業繳納的稅收占我國 50%以上，占我國 GDP 的 60%以上，占

技術創新的 70%以上，占城鎮勞動就業的 80%以上，占企業數量的 90%以上 No table of 

figures entries found.11。所以，中小企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力軍，是社會經濟

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支撐，在促進增長、保障就業、活躍市場、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著

重要作用。 

2020 年 1 月突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簡稱“新冠疫情”）對中小企業的正常生

產和經營造成了重創。根據國家統計局《2020 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初步核算

結果》顯示，我國 2020 年第一季度 GDP 相比去年同比下降了 6.8%2。在新冠疫情的影

響下，很多中小企業出現了物流運輸中斷，原材料出現短缺，復工複產出現延期等諸多

問題，有的中小企業甚至宣佈破產，特別對旅遊業、餐飲業等造成了重創（Shen 等, 2020; 

                                                 

1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刘鹤主持召开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8/20/content_5315204.htm。 

2  数 据 来 源 ： 中 国 统 计 局 《 2020 年 一 季 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 GDP ） 初 步 核 算 结 果 》，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7_1739602.html。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8/20/content_5315204.htm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7_1739602.html


 

2 

 

Xiong, Wu, Hou, & Zhang, 2020）。因此，中小企業如何能夠快速地復工複產、建立企業

彈性是政府官員、企業管理者和學術研究者都需要關注的問題。 

危機管理相關文獻指出（Ambulkar, Blackhurst, & Grawe, 2015; Kim, Chen, & 

Linderman, 2015），企業彈性是指企業應對危機的能力，在面對突發或意想不到的危機

後，能夠快速恢復到常態的能力。就像彈簧一樣，面對外部力量的衝擊時，可以快速恢

復到正常形狀的能力。現有關於彈性的文獻主要關注兩個方面：一方面，學者關注于企

業彈性的形成機制和前置因數，例如 Ambulkar, Blackhurst 和 Grawe（2015）認為危機

導向和資源整合能力可以影響企業的彈性的形成；另一方面。研究聚焦於企業彈性對企

業產出的影響研究，例如對產品創新和企業績效的影響（Akgün & Keskin, 2014）。但

是由於新冠疫情具有不確定性、持久性、範圍廣等特徵，其彈性機制的形成也具有特殊

性，亟待研究。 

根據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d view）（Wernerfelt, 1984; Hooley, Broderick, & 

Möller, 1998; 程德俊 & 趙曙明, 2004），企業的有價值、稀缺的、不可複製的、無法替

代的特殊異質資源，可以幫助企業取得競爭優勢。有學者指出，企業彈性（也稱“企業

柔性”或者“企業韌性”）是疫情中企業重要的競爭優勢之一（Vinkers 等, 2020; Krammer, 

2021）。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企業怎麼利用獨特異質的資源建立企業彈性，快速恢

復到正常狀態？因此，本文嘗試探討企業不同維度的資源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及機

制，即探索資源基礎理論在疫情的危機管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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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空白 

在當前危機管理相關文獻中，關於疫情中企業彈性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研究空白： 

第一，現有危機管理的相關文獻主要關注於供應鏈中斷（Wang, Cheng, Craighead, 

& Li, 2022）、自然災害（Boehm, Flaaen, & Pandalai-Nayar, 2019）等危機來

源產生的影響。例如 Wang 等（2022）認為供應商的突發事件或者不作為會

導致供應鏈中斷或者斷裂，從而影響企業的正常運營。但是現有的相關研究

對新冠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建立可能不太適用，新冠疫情相對於其它危機有持

續性久、不確定性高、影響範圍廣等特點，例如相對於新冠疫情可以是供應

鏈中斷的一種原因，但是影響遠遠超過了供應鏈中斷的影響，例如也面臨著

勞動力市場價格上漲的影響以及疫情隔離政策的阻礙。然而，現有危機管理

的相關研究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建立關注較少（Krammer, 2021）。 

第二，基於資源基礎理論（Brandon-Jones, Squire, Autry, & Petersen, 2014），企業

特殊異質資源對企業彈性的競爭優勢的建立有促進作用。Chen 和 Wang

（2014）指出在研究時要區分內部和外部資源的差異性，例如內部資源相對

外部資源具有更好的控制性。但是現有相關研究往往忽視內部資源和外部資

源的差異性（Salonen & Jaakkola, 2015; Kamasak, 2017）。內部資源和外部資

源是否都可以建立疫情中的企業彈性？現有研究較少討論這些企業管理者

關注以及影響企業復工複產資源的問題。 

第三，現實中企業有的資源對有些企業有促進作用，但對有些企業又沒有作用或者

是負的影響作用。例如 Zhou, Gao 和 Zhao（2017）發現企業的國有資源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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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優勢可以促進企業創新，但是董曉慶, 趙堅和袁朋偉（2014）指出由於

國有資源帶來的效率低下和尋租現象，有時候又會負面影響企業創新。然而，

這些不一致之處可能來源於權變因素的影響。例如，對於開發區內的企業，

有的企業使用疫情防控數位化系統，有的企業沒有使用數位化系統，因此企

業的可恢復能力和企業彈性也出現了差異的現象。然而，在現有文獻中討論

較少。 

 

1.3 研究物件 

為了驗證我們的假說，我們選擇四川省中小企業為我們的研究物件。原因如下： 

第一，研究中小企業對研究中國經濟是具有代表性的。工業與資訊化部舉辦的“支

援中小企業發展工作情況新聞發佈會”指出“中小企業好，中國經濟才會好；

中小企業穩，宏觀經濟大盤才會穩”。特別地，四川省統計局報告 2021 年

四川擁有 1.40 萬個中型企業法人，13.20 萬個小型企業法人，四川中小企業

法人數量所占比重是大型企業法人數量的 103 倍。 

第二，2020 年的新冠疫情對全國的中小企業的正常運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四川

省作為中國西部地區的重要省份，在疫情防控、促進中小企業恢復生產等方

面工作成效較為顯著，研究四川省的中小企業在疫情中的彈性對全國其他省

份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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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川省在 2020 年中也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四川

省政府報告了累積新型肺炎確診病例 853 例，因此為研究四川省的中小企業

在疫情中的彈性提供了研究條件； 

第四，四川省幅員遼闊，總面積 48.6 萬平方千米，擁有 21 個地級行政區（包含 3

個自治州和 18 個地級市），而在新冠疫情中每個地級行政區的疫情嚴重程

度不同，為我們研究疫情嚴重程度的調節作用提供了條件，例如：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成都市累積確診數量最多，而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累積確診

最少，只有 1 例。 

因此，四川省中小企業為本論文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資料，同時疫情對四川省

中小企業產生的影響為本論文研究疫情中企業的彈性提供了適宜的研究情境。 

 

1.4 研究問題 

基於資源基礎理論、知識基礎理論和危機管理的相關文獻，我們嘗試探索影響疫情

中企業彈性的企業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的差異性，例如內部資源相對于外部資源具有所

有權與可控性，外部資源相對于內部資源更加具有多樣性和可變性（Yang, Lin, & Lin, 

2010; Zhou, Hong, & Liu, 2013）。因此，本論文擬研究以下幾個問題： 

⚫ 對於內部經營要素資源，地理要素和資金要素是否都可以促進疫情中企業彈性？ 

⚫ 對於外部企業國際化資源，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是否都有助於建立疫

情中企業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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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嚴重程度不同的地區，經營要素（地理要素和資金要素）和企業國際化

（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是否有不同？ 

⚫ 對於使用防疫系統和不使用防疫系統的企業，經營要素（地理要素和資金要素）

和企業國際化（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是否

有不同？ 

 

1.5 研究目標 

本論文以四川省的中小企業為分析單位，旨在資源基礎理論的角度探討疫情中企業

彈性的影響因素和權變因素。在疫情中，企業的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是否都很重要？對

於不同的內部資源，地理要素和資金要素是否都可以促進疫情中企業彈性？對於不同的

外部資源，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是否都有助於建立疫情中企業彈性？內部資源

和外部資源的效果又受到哪些權變因素的影響？在系統回顧行銷學等國內外相關文獻

基礎上，本論文基於資源基礎理論、知識基礎理論和危機管理的相關文獻 （Wernerfelt, 

1984; Grant, 1996; Ambulkar, Blackhurst, & Grawe, 2015），整理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

營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基於資源的多維視角，探討經營要素（地理要素和資金要素）

和企業國際化（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不同層面的資源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

響，其影響過程中疫情嚴重程度和防疫系統使用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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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研究框架 

 基於以上的討論，本論文提出如圖 1 的研究框架“企業經營要素和國際化對疫情

中企業彈性的影響研究”，其中有 4 個引數（地理要素、資金要素、銷售商國際化、供

應商國際化）、2 個調節變數（疫情嚴重程度、防疫系統使用）、1 個因變數（企業彈

性）。 

 

图1. 論文的理論模型 

 

1.7 研究貢獻 

本課題的研究貢獻主要體現在： 

（1） 探索資源基礎理論在疫情中危機管理的應用。疫情相對於其他危機，具有持

續性久、不確定性高、影響範圍廣等特點。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至今沒有消

失，所以探討企業資源如何影響疫情中的企業彈性，不僅豐富了資源基礎理

論的應用，同時也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防疫系统使用 
(H6) 

经营要素: 

• 地理要素 (H1) 

• 资金要素 (H2) 疫情中的 

企业弹性 

疫情严重程度 

(H5) 

企业国际化: 

• 销售商国际化 (H3) 

• 供应商国际化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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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內部和外部的二維視角，研究經營要素和企業國際化的影響。基於資源基

礎理論（Hooley, Broderick, & Möller, 1998），企業獨特有價值的資源對企業

競爭優勢的促進作用已被學者廣泛接受。然而，學術界就內部經營要素資源

和外部企業國際化資源對疫情中企業彈性影響的探討還存在空缺。對於內部

經營要素資源，本論文區分了地理要素和資金要素；對於外部國際化資源，

本論文區分了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對於不同的內部資源，地理要

素和資金要素是否都可以促進疫情中企業彈性？對於不同的外部資源，銷售

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是否都有助於建立疫情中企業彈性？這些問題亟

待解決。本論文以中小企業為研究背景，探討不同類別的經營要素和企業國

際化的不同影響，豐富了對資源基礎理論的不同資源的理解。 

（3） 整合資源基礎理論、知識基礎理論和危機管理相關文獻，探討經營要素和企

業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影響的權變因素。基於危機管理的文獻，危機的來源

不同、破壞力不同，對企業的生產和經營影響也不同。同時，基於知識基礎

理論（Grant, 1996），疫情防控數位化系統的使用有助於疫情資訊的透明性，

減少資訊傳達的成本，有助於企業更好地根據員工的身體健康狀況更加快速

有效地復工複產。然而，學界對疫情嚴重程度的主要關注直接效應，對防疫

系統使用的實證研究較為稀缺。所以，本專案研究疫情嚴重程度和防疫系統

使用的調節作用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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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論文結構 

本論文以疫情中的四川中小企業為出發點，基於資源基礎理論、危機管理相關文獻

以及知識基礎理論，研究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形成機制，圍繞企業內部經營要素和外部國

際化資源展開研究。如圖 1 所示，本論文一共七章，各章的內容分佈如下：  

 

图2. 論文的結構圖 

第一章是緒論。主要介紹本論文的研究背景與選題意義，討論研究空白，提出本論

文的研究問題和研究目的，為本論文劃定研究範圍，提煉研究貢獻，以及介紹本論文的

整體框架。 

第二章是文獻綜述與理論回顧。對本論文的相關概念和理論進行了系統的梳理。首

先基於危機管理的文獻，對企業彈性的概念進行了介紹，同時對企業彈性的現有研究進

第七章. 結論與展望

第六章. 穩健性檢驗

第五章. 資料分析結果

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三章. 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第二章. 文獻綜述與理論回顧

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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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梳理；接著基於資源基礎理論，重點論述了在危機管理中，企業資源在企業彈性形成

過程中的重要性，然後介紹本論文關注的兩個層面的資源：經營要素（地理要素和資金

要素）和企業國際化（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並解釋了每個概念的定義；最

後兩個調節變數疫情嚴重程度和防疫系統使用相關文獻和理論進行了系統性的討論和

回顧。 

第三章是研究假設。第一章的理論框架中有 4 個引數（地理要素、資金要素、銷售

商國際化、供應商國際化）、2 個調節變數（疫情嚴重程度、防疫系統使用）、1 個因

變數（企業彈性），本章節在第二章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研究假設，對本論

文的假說分別進行了討論。 

第四章是研究方法。首先本論文的資料來源是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運行監測公

共服務平臺（主要包括四川省中小微工業企業基本資訊資料庫、中小微工業企業每月運

行監測資料、中小微工業企業每月經營調研問卷資料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對四川省中小微

企業影響調查問卷等）以及四川省衛健委的疫情確診資料和四川省年鑒裡的經濟統計資

料。然後重點介紹了引數、因變數、調節變數和控制變數的測量。 

第五章是主要展示資料分析的結果。首先對變數的相關性和描述性統計進行了分析；

然後對本論文的回歸模型介紹，通過方差膨脹因數對模型的共線性進行檢驗；最後通過

Logistic 模型對所有的假說進行檢驗，同時解釋資料分析結果，例如檢驗了地理要素、

資金要素、銷售商國際化、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直接影響，也檢驗了疫情

嚴重程度、防疫系統使用對上述直接效應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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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是穩健性檢驗。該章節主要通過 Probit 模型對 Logistic 的回歸結果進行穩健

性檢驗。 

第七章是結論和展望。本章節首先總結了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對結論進行深入

討論，並提煉出本項目的學術貢獻；然後討論了本專案的實踐啟示以及政策建議；最後

討論了本專案的不足和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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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綜述與理論回顧 

本章節通過系統的文獻梳理，圍繞本論文的研究背景和理論框架，對本論文的中小

企業的研究背景、理論基礎即資源基礎理論以及研究中涉及的相關概念即企業彈性、地

理要素、資金要素、銷售商國際化、供應商國際化、疫情嚴重程度和防疫系統使用等有

關理論和文獻進行系統的回顧，討論當前相關領域的研究進展，尋找相關領域的研究空

白，並在此基礎上強調本論文的研究貢獻，為下一章研究假設的進一步邏輯推理和分析

奠定基礎。 

 

2.1 中小企業的相關研究 

中小企業對中國經濟發展發揮著巨大作用（林毅夫 & 李永軍, 2001; 周兆生, 2003）。

2021 年工業與資訊化部指出：“中小企業好，中國經濟才會好；中小企業穩，宏觀經濟

大盤才會穩。”林毅夫和李永軍（2001）的研究提出由於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的要素稟

賦結構特點，中小企業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容易產生較多的經濟剩餘。 

現目前，中小企業呈現如下幾個特點：第一，相對於大型企業，中小企業的數量眾

多。根據《2020 年國家統計年鑒》的資料包告，中國目前企業法人單位數量約 2100 萬

家，其中中小企業占比大約 99%。特別地，四川省統計局報告 2021 年四川擁有 1.40 萬

個中型企業法人，13.20 萬個小型企業法人，四川中小企業法人數量所占比重是大型企

業法人數量的 10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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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小企業的勞動密集較高、資金密集程度較低，面臨著向資金密集程度較高

產業的轉型。林毅夫和李永軍（2001）的研究通過計算企業中職工人均擁有的平均資產

額發現，之前中國的中小企業主要處於勞動密集型。李岩（2021）的研究發現中國企業

在企業管理、組織形式、產品結構等方面發生著改變，正努力由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升級

為資金密集型。 

第三，中小企業主要由民營企業構成。劉新華和線文（2005）認為中國大部分的中

小企業是民營企業，保證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是保證“民生”的重要方向，也是社會穩

定的有效方法。 

新冠疫情對中國中小企業的正常運營產生了衝擊，研究疫情中的中小企業的彈性不

僅有助於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有助於社會穩定和人民的安居樂業。因此，本專案選擇中

小企業為研究物件具有時代意義。 

 

2.2 企業彈性的相關研究 

危機管理相關文獻指出，自然災害、技術衝擊、疫情爆發等等外部危機對企業的生

產和運營造成了挑戰（閆秀敏 & 黃小晏, 2008; Akgün & Keskin, 2014; Parker & Ameen, 

2018）。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強調企業彈性（也稱“企業柔性”或者“企業韌性”）的重要

性（Fiksel, 2003; 索叻他尼來 & 達慶利, 2003; 顧乃康, 萬小勇, & 陳輝, 2011; Pettit, 

Croxton, & Fiksel, 2013; Ambulkar, Blackhurst, & Grawe, 2015; Ortiz-de-Mandojana & 

Bansal, 2016）。“彈性”這個概念最早來自物理學，是指物體發生形變後，能恢復原來形

狀和大小的能力。行銷學者指出，“彈性”對企業在不同危機中取得競爭優勢十分重要（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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叻他尼來 & 達慶利, 2003; Kim, Jeong, Yiu, & Moon, 2020）。不同學者對彈性的定義也

不同，Roundy, Brockman 和 Bradshaw（2017）認為彈性是企業從外部危機中的恢復以

及適應的能力。Ishfaq（2012）認為彈性主要代表企業的靈活性。Parker 和 Ameen（2018）

認為彈性是一種重要的動態能力，需要關注企業彈性的前置因素。在本論文中，我們將

企業彈性定義為企業經歷新冠疫情後適應並恢復到正常狀態的能力。 

如表 1 所示， 越來越多的文獻研究企業彈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學者關注企業彈

性的前置因數。王磊, 劉洪濤和劉益（2000）認為“以不變的學習和適應能力應付萬變的

環境”柔性文化是企業彈性的核心因素。Ambulkar, Blackhurst 和 Grawe（2015）使用結

構方程模型發現危機導向和資源整合能力對企業彈性起著正向促進的作用，在影響的機

制過程中需要考慮到風險管理設施的調節作用。Iftikhar, Purvis 和 Giannoccaro（2021）

使用元分析，基於資源基礎理論，發現組織能力、靈活性、供應商整合能力對企業彈性

的建立起著正向作用，但是對於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國家文化，影響有區別。Parker 和

Ameen（2018）也是基於資源依賴理論，運用 OLS 回歸模型，探索影響的路徑問題，發

現危機導向和風險規避基礎設施投資可以通過影響積極主動的風險管理，從而正向影響

企業彈性。Orlando, Tortora, Pezzi 和 Bitbol-Saba（2021）使用多元回歸模型發現創新能

力通過影響知識儲備影響企業彈性。Ortiz-de-Mandojana 和 Bansal（2016）則研究了環

境和社會實踐在建立彈性時的重要性，他們運用生存分析發現社會和環境實踐不僅可以

正向影響企業的短期績效，也可以影響企業長期的彈性。 

另一方面，學者則關注企業彈性對企業的影響。汪應洛, 李垣和劉益（1998）指出

企業彈性可以説明企業如何利用變化、適應變化、製造變化來建立自身的競爭優勢。Akg

ün 和 Keskin（2014）通過回歸分析發現企業彈性通過影響產品創新促進企業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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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不同的技術動盪、原始敏捷性、實踐習慣和行為準備中，影響的效果是不同的。

Essuman, Boso 和 Annan（2020）基於資源基礎理論，運用結構方程模型發現運營彈性

有助於運營效率的提升，但是不同來源的危機可以調節影響的效果。 

基於以上的文獻分析我們發現，企業彈性對企業應對危機十分重要。2020 年的突

發的新冠疫情對企業的正常生產和運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但是現有研究缺乏針對疫情

這種外部危機的企業彈性的研究。所以，本論文在回顧了危機管理的相關文獻後，以疫

情中的中小企業為分析單位，關注疫情中企業彈性。相對於大型企業，中小企業缺乏相

應的資金和資源的優勢，在疫情衝擊下相對而言更加脆弱。研究疫情中的中小企業的彈

性形成，不僅可以説明中小企業在疫情中建立靈活性和健康發展，也對國家經濟和社會

的穩定、健康發展產生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將系統地闡述哪些資源對企業是重要的, 

全面地理解在應對突發的疫情時，企業如何整合資源轉危為安，化“危險”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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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業彈性的文獻回顧 

              

研究來源 理論 引數 調節變數 因變數 
研究方

法 
主要研究發現 

Ambulkar, Blackhurst 

& Grawe (2015) 
N.A. 

危機導向、資

源整合能力 
風險管理設施 企業彈性 

結構方

程模型 

危機導向和資源整合能力對企業彈性

起著正向促進的作用。 

Iftikhar, Purvis & 

Giannoccaro (2021) 

資源基

礎理論 

組織能力、靈

活性、供應商

整合能力 

行業分類、國家文

化 
企業彈性 元分析 

組織能力、靈活性、供應商整合能力

對企業彈性的建立起著正向作用。 

Parker & Ameen 

(2018) 

資源依

賴理論 

積極風險管

理、資源整合 
危機衝擊 企業彈性 

OLS 分

析 

危機導向和風險規避基礎設施投資可

以通過影響積極主動的風險管理，從

而正向影響企業彈性。 

Orlando et.al. (2021) N.A. 知識儲備 N.A. 企業彈性 
多元回

歸分析 

創新能力通過影響知識儲備影響企業

彈性。 

Ortiz & Bansal  

(2016) 
N.A. 

社會和環境實

踐 
N.A. 企業彈性 

生存分

析 

社會和環境實踐不僅可以正向影響企

業的短期績效，也可以影響企業長期

的彈性。 

Akgün & Keskin 

(2014) 
N.A. 企業彈性 

技術動盪、原始敏

捷性、實踐習慣和

行為準備 

產品創

新、企業

績效 

回歸分

析 

企業彈性通過影響產品創新促進企業

的績效。 

Essuman, Boso & 

Annan (2020) 

資源基

礎理論 
運營彈性 運營危機 運營效率 

結構方

程模型 
運營彈性有助於運營效率的提升。 

備註: N.A.: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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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理論基礎：資源基礎理論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有價值、稀有、不可複製、不可替代的資源是企業持久競爭

優勢的源泉（Hooley, Broderick, & Möller, 1998; 馬昀, 2001; 程德俊 & 趙曙明, 2004; 

Pitelis, 2007; Bai, Wang, Sheng, & Li, 2021）。資源基礎理論的理論前提是企業資源的異

質性，即企業擁有不同的資源（Peteraf, 1993）。資源有很多種類，資源可以是有形的，

也可以是無形的；可以是內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說消極的（王

豐, 宣國良, & 範徵, 2002; Salonen & Jaakkola, 2015）。 

資源基礎理論被危機管理的相關文獻廣泛應用研究彈性的前置因數和其對企業績

效的影響（Brandon-Jones 等, 2014; Essuman, Boso, & Annan, 2020）。學者認為有用的資

源可以幫助企業減少危機產生的影響和快速恢復到正常的狀態（Cheng & Lu, 2017; 

Iftikhar, Purvis, & Giannoccaro, 2021）。然而，鮮有研究全面地討論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

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不同影響。為了全面理解企業不同資源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

本論文基於資源基礎理論，從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的視角，將企業的資源分為兩類：經

營要素和企業國際化。同時，我們也探究在這個影響過程中，疫情嚴重程度和防疫系統

使用這兩個疫情相關特色變數的調節作用。 

對於經營要素，一方面，對於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政府通常設立開發區產生

集聚效應促進區域現代化和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趙巍, 2007; 王永進 & 張國峰, 2016）。

《2020 年中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現狀及未來發展方向分析》報告指出 2020 年中國

國家級經開區的地區生產總值占我國 GDP 的 11.42%。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發展的需要，

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也面臨著產業升級的挑戰（許樹輝 & 穀人旭, 2013;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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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萍, 林正靜, & 向曉梅, 2020）。李岩（2021）的研究指出中國企業正努力由傳統的勞

動密集型升級為資金密集型。因此，開發區這種地理要素和資金密集這種資金要素對於

研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企業都是十分重要的變數。因此，本論文的內部經營要素

主要包含兩個維度：地理要素和資金要素。 

企業國際化包含很多相關變數，例如企業的跨國並購（Fieberg, Lopatta, Tammen, & 

Tideman, 2021）、企業的外國董事聘用（Wang & Liu, 2020）、中外合資企業的建立（Bai

等, 2021）、企業的進出口貿易行為（Qian, Liu, & Wang, 2018）等等。由於本專案的研

究背景為中小企業，他們更多地是參與到進出口貿易。因此，我們根據國際管道上下游

的邏輯，主要關注兩個維度：銷售商國際化（出口）和供應商國際化（進口）。 

 

2.4 地理要素的相關研究 

企業的地理要素指生產運營的企業做在位置的地理特徵，例如：所在地的溫度、污

染情況、經濟開發區等等（趙巍, 2007; Wang, Xie, & Wang, 2015; Chen & Yang, 2019）。

企業的地理要素，作為企業重要的內部資源，被學者廣泛討論，例如 Wang, Xie 和 Wang

（2015）通過對中國工業企業資料庫的分析，指出地理要素中的環境污染影響企業的選

址行為；王仕卿和韓福榮（2008） 通過分析開發區企業的相互作用機制, 闡明了開發區

市場環境與企業發展的協同關係。特別地，從 1984 年我國開始建設開發區以來，開發

區的紅利對企業發展和經濟騰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少開發區成為所在城市區域經濟

的重要空間載體（鄭江淮, 高彥彥, & 胡小文, 2008; 李力行 & 申廣軍, 2015）。因此，

本論文中地理要素主要關注開發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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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即指城市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經批准並實施特定管理手段和優惠政策的

區域（劉英等, 2018），包括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工業開發區等。現有

研究關於開發區主要關注兩個方面：一方面，部分研究關注開發區的治理問題以及對區

域經濟的影響。王梅和曲福田（2004）通過對開發區內土地集約建立定量化評價模型，

研究如何進行開發區產業調整和提升土地集約利用效率。劉英等（2018） 關注南京市

江寧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資料，探索了探索城市開發區產業低碳優化及資源高效利用的問

題。李力行和申廣軍（2015）的研究發現設立開發區可以促進產業結構更加有效率地調

整。 

另一方面，學者主要關注開發區對企業的影響。首先，開發區具有稅收優勢。學者

指出對於開發區內的企業，地方政府會給予包括不限於財稅、土地、金融等的眾多優惠

政策（龍濤, 2017; Liu, Dunford, & Liu, 2021）。這些稅收優惠政策意味著企業在經營過

程中減少更多的成本。鄭江淮, 高彥彥和胡小文（2008）認為政府的稅收和財政等方面

的優惠政策可以吸引企業投資。其次，學者研究開發區的企業集聚優勢。開發區相對於

非開發區而言，區域內部擁有眾多的企業，形成集聚效應，從而促進技術進步和知識外

溢（王永進 & 張國峰, 2016）。鄭江淮, 高彥彥和胡小文（2008）也發現企業可以與開

發區內的利益相關者之間交流互動來進行技術升級。大量研究發現，開發區內的集聚效

應會對企業的績效產生正向的影響（顧元媛 & 沈坤榮, 2015; 張妍, 2020）。再者，學

者也研究開發區具有基礎設施的優勢。開發區往往是政府規劃建設的，在區域內部往往

有過硬的硬體設備和規範管理。王宏偉, 袁中金和侯愛敏（2004）指出開發區的基礎設

施建設具有高標準性。周衛峰和李軍傑（2005）認為優質的基礎設施投資水準決定著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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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區吸引企業的水準。這些優質的基礎設施，例如交通網絡等，也同時對企業的績效產

生著影響（李蓬, 董猛, & 劉紹強, 2007）。 

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常設立開發區來促進產業集聚效應、

區域現代化建設以及區域經濟發展（趙巍, 2007; 王永進 & 張國峰, 2016）。現有研究

報告指出 2020 年中國國家級經開區的地區生產總值占我國 GDP 的 11.42%。開發區這

種地理要素資源在疫情中是否仍然有著資源優勢是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關心的問題，但

是目前還沒有學者討論和給出實證證據。理要素（如開發區）對疫情中企業的快速復工

複產是否產生影響?這個問題仍然需要深入思考與探究。因此，本論文從開發區出發研

究地理要素，探究地理資源在疫情中對企業彈性、企業復工複產的影響。 

 

2.5 資金要素的相關研究 

資金要素主要指與企業所有權資金相關的資源要素，可以是財產物資形態的資金，

也可以是貨幣形態的資金，例如流動資金、固定資產、長期資產等等。經濟學領域認為

資金密集程度是資金要素很重要的指標（Acs & Audretsch, 1987a）。資金密集程度由平

均每個職工所佔有的總資產投入得到的。通常具有資本結構構成高、機械化程度高、技

術化程度高等特點（Sen & Farzin, 2000; 陳素琴 & 孟悅, 2014）。 

現有關於資金密集程度的文獻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了研究。第一，從經濟學的角度，

通過資金密集來分析研究產業結構的變遷。林毅夫（2003）的研究發現我國 2003 年的

比較優勢產業在勞動力密集型或資金密集產業中勞動力相對密集的部分，因此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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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應該關注比較優勢的產業。劉偉和蘇劍（2014）認為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產業結

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金密集型轉變。 

第二，學者主要研究資金密集企業的資金治理問題。鄭敏（2012）認為資金密集程

度高的企業要關注資金管理中預算管理，增強資金管理意識。Irianto, Sudibyo 和 Wafirli

（2017）的研究發現企業規模、盈利能力和資金密集程度會影響企業的避稅行為。周駿, 

李舒林和龐聖玉（2011） 的研究指出資金密集的企業往往有較大的投融資規模和現金

流量，需要通過資金集約化管理的方式滿足企業資金流動需求以及保障資金的安全。 

第三，學者關注了資金密集程度對企業績效的影響。Lee（2010）的研究發現企業

的資金密集程度對餐飲企業的績效有著負向作用。Lee 和 Xiao（2011）的研究通過美國

的酒店和餐飲行業的企業面板資料分析發現資金密集程度和公司績效之間存在 U 型的

關係，即資金密集程度先對公司績效有負向影響，隨著資金密集程度的上升，資金密集

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變成正向。Nguyen（2019）認為資金密集程度對組織的生產績效有

著正向的影響。 

與此同時，對於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而言，大部分企業基於勞動力成本優勢發

展勞動密集型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獲得勞動者剩餘（黃先海 & 徐聖, 2009）。但是，隨

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企業也面臨著從勞動密集型企業產業升級到資金密

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的挑戰（阮建青, 趙呂航, 趙祚翔, & 李劼巍, 2021）。然而，我們可

以發現，雖然資金密集程度這種資源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企業很重要，但是很少

有研究討論資金密集程度這種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關注的資源對企業危機治理的

相關影響，特別地，資金密集程度對疫情中企業競爭優勢的討論更是鮮有。所以，本論

文從資金密集程度的角度探討資金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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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銷售商國際化的相關研究 

中國自 2001 年加入 WTO 以來，經濟的對外開放程度明顯提升（Rumbaugh & 

Blancher, 2004），貿易也更加自由化（餘淼傑 & 梁中華, 2014）。研究學者發現中國企

業加入了國際化的浪潮，不僅有利於實現規模經濟（Assadinia, Boso, Hultman, & Robson, 

2019），也有利於知識學習和創新積累（田巍 & 餘淼傑, 2014; Qian, Liu, & Wang, 2018; 

Wang, Wang, Mei, & Xiong, 2020）。企業參與國際化也有很多方式，例如參與跨國並購

（Fieberg 等, 2021）、聘用外國董事（Wang & Liu, 2020）、建立中外合資企業（Bai 等, 

2021）、參與進出口貿易（Qian, Liu, & Wang, 2018）等等。由於本專案的研究背景為中

小企業，他們參與國際化的主要行為是貿易行為。因此，基於管道上下游的邏輯，我們

將企業國際化分為兩類：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 

銷售商國際化是我國企業國際化的重要方式，企業通常建立自己的國際分銷管道，

將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出口到國外（吳漢嵩, 2005; Dong, Wang, Yang, & Zhou, 2021）。換

而言之，企業依靠國際的銷售商將自己產品出口到海外。因此，我們採用企業是否出口

來衡量企業銷售商國際化程度。如果企業有出口到海外，即企業有合適的國際銷售商説

明企業將產品銷售到其他國家市場，那麼企業的銷售商國際化程度也相對較高。現有關

於銷售商國際化的研究主要關注一下幾個方面： 

首先，現有研究發現了銷售商國際化的中國企業有著“生產率悖論”的問題。學者

們通過對中國海關資料分析發現在特定行業與所有制中，中國出口企業生產率低於非出

口企業,存在“生產率悖論”（李春頂, 2010; 戴覓 & 餘淼傑, 2014）。戴覓和餘淼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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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發現這種悖論主要由中國出口企業中存在大量的加工貿易企業導致的。但是，

范劍勇和馮猛（2013）基於出口密度的研究又否認了這一結論，認為出口企業由於自選

擇效應和學習效應，出口企業的生產效率更高，其中出口學習效應占貢獻生產效率的 34

％～35％。湯二子, 李影和張海英（2011）的研究指出，對於出口的企業，企業的出口

規模與企業生產率是正相關。 

然後，現有研究也關注了哪些因素會激勵企業擁有更高的銷售商國際化並且參與出

口。大部分研究討論了自選擇的問題，即生產效率高的企業才有機會參與出口活動和加

強自己的銷售商國際化（Yang & Mallick, 2010; 邱斌, 劉修岩, & 趙偉, 2012; Temouri, 

Vogel, & Wagner, 2013）。楊亞平和李晶（2014）的研究發現對不同資本密集度企業和

各種所有制企業自選擇效應都存在。除了生產率，學者也研究了其他因素對企業銷售商

國際化的影響，例如，張紀鳳和黃萍（2013）的研究發現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的出

口貿易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方曉麗和朱明俠（2013）利用全球競爭力報告以及相關的

商業調查資料，研究指出國家之間的貿易便利化也能夠激勵企業更多的出口和促進銷售

商國際化程度。Aaby 和 Slater（1989）的研究認為企業的出口策略（例如，產品種類、

產品價格、國際市場選擇等）也影響企業的出口績效。Bello 和 Gilliland（1997）認為產

出控制、程序控制和靈活性也會影響企業的出口績效。施炳展, 逯建和王有鑫（2013）

認為企業的出口也受到政府補貼的正向的影響。Souchon, Sy-Changco 和 Dewsnap（2012）

發現企業的學習導向對企業的出口增長有著正向的影響。 

最後，國際商務研究也關注了銷售商國際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一方面，企業

依靠國際化銷售商參與出口有助於企業的學習能力（Grewal 等, 2018）。學者通過對浙

江省高技術產業的調查資料發現高技術產品出口能夠推動企業的知識學習以及自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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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能力。Ganotakis 和 Love（2012）認為企業出口可以幫助企業學習相關技術知識以及

國際市場訊息，從而促進企業的績效。Assadinia 等（2019）和 Wang 和 Ma（2018）等

學者也發現了出口企業知識學習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企業出口到國際化銷售商有助

於企業取得規模效應（Grewal 等, 2018）。研究發現，企業可以通過出口增大企業的市

場規模，賺取更多的利潤（Cadogan, Diamantopoulos, & De Mortanges, 1999）。 

雖然國際貿易相關文獻強調了企業出口和銷售商國際化的重要性（Czinkota & 

Johnston, 1983; Ganotakis & Love, 2012; Wang 等, 2020），但是鮮有研究關注到企業銷售

商國際化這種外部資源在疫情中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影響。經歷疫情後，出口企業是否可

以更快地恢復到正常狀態？還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回應。本論文基於資源基礎理論，探討

企業出口在疫情中雙方可以幫助企業取得競爭優勢，同時也對“生產率悖論”給出新的

證據。 

2.7 供應商國際化的相關研究 

由於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中國企業不僅可以向世界出口自己生產的產品，也可以將

供應商國際化，進口相關的原材料、設備以及引進技術等等（Qian, Liu, & Wang, 2018）。

換而言之，企業通過國際供應商進口相關原材料和設備，所以企業是否有相關的進口行

為，反映了企業供應商的國際化程度。因此，本論文從企業是否參與進口活動來衡量企

業供應商國際化的程度。當企業有進口時，該企業也就擁有國際上的供應商，即供應商

國際化程度相對更高。有關於企業進口的相關文獻主要關注企業進口活動的影響因素以

及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具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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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學者關心哪些因素會影響企業的供應商國際化程度和進口行為，例如匯率、

政府補貼、融資約束等。例如，李宏彬, 馬弘, 熊豔豔和徐嫄（2011）的研究發現人民

幣匯率每升值 1%，企業進口會降低 0.71%，這個影響過程也受到企業所有制、資本密

集程度、是否沿海等因素的調節作用。Qian, Liu 和 Wang（2018）的研究認為政府補貼

會正向影響企業進口的行為。魏浩, 白明浩和郭也（2019）則指出融資約束會對企業的

進口行為產生抑制作用，包括進口規模、進口產品種類、進口來源國數量等等。魏浩和

巫俊（2018）的研究發現智慧財產權保護可以促進企業進口行為。 

另一方面，學者們也關心企業進口對企業績效和競爭優勢的影響。首先，進口可以

幫助企業突破資源局限性的約束。學者指出為了解決企業所在國資源的局限性，企業會

從國際市場進口相關的資源、設備以及技術，以説明企業進行產業升級（Wang 等, 2020）。

同時，企業進口有助於企業的知識積累和學習能力的提高。Bisztray, Koren 和 Szeidl（2018）

指出企業參與到進口，有助於供應商的知識和經營通過供應商網路溢出到企業，提高企

業的知識積累。Qian, Liu 和 Wang（2018）認為通過進口可以通過外方的知識溢出提升

企業的創新能力。劉重力和黃平川（2011）的採取中國省份大中型企業的資料分析也發

現了中國企業進口對企業創新產生正面的影響，對新產品開發和產品銷售也有促進作用。

然後，學者也指出進口可以幫助企業解決產能的利用效率。張先鋒, 謝正瑩和蔣慕超

（2019）和李平和郭娟娟（2017）的研究指出中間品的進口能夠化解企業產能過剩的問

題，提升企業產能利用率。 

通過以上討論，基於資源基礎理論，雖然供應商國際化這種外部資源可以幫助企業

突破資源約束和知識學習的來源，但是現有學者鮮有討論到企業進口或者供應商國際化

對疫情中企業競爭優勢的影響。因此，對企業的供應商國際化這一資源在疫情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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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未能全面理解。我們通過研究供應商國際化在疫情中企業復工複產的作用，豐富了供

應商國際化這一外部資源在國際商務中的認識。 

 

2.8 疫情嚴重程度的相關研究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正常運行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張凱煌 & 千慶蘭, 

2020），世界各地的疫情嚴重程度也具有差異性。本論文通過當地確診人數的數量來衡

量疫情的嚴重程度（Al-Qaness, Ewees, Fan, & Abd El Aziz, 2020）。由於疫情防控和隔

離政策的需要，人口之間的流動大大減少（Shen 等, 2020）。 

目前軟科學關於新冠疫情的研究主要關注新冠疫情對企業和經濟的直接影響。張凱

煌和千慶蘭（2020）的研究發現疫情造成了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提高、營運利潤下滑等問

題，尤其對服務業和中小企業的影響最大。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企業價值研究中心的《新

冠疫情對企業經營的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的研究報告發現，疫情中企業面臨著比較大

的工資、租金、稅費等成本壓力，原材價格普遍上漲的問題。Shen 等（2020）通過中國

上市公司的資料發現新冠疫情對上市公司的績效有著負面的直接影響，在疫情較為嚴重

的地區負面影響尤其顯著。同時，學者也為企業復工複產提出了相應的建議。沈國兵

（2020）的研究認為需要大力提升公共產品服務和貿易投資便利化來支援企業在疫情中

復工複產。Ding, Fan 和 Lin（2022）認為企業的國際地位和內部網路等資源在疫情中對

企業都至關重要。 

通過以上文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現有研究主要關注新冠疫情或者疫情嚴重程度

對企業或者經濟的直接影響，很少有關注疫情嚴重程度對於不同資源的調節作用。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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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基礎理論，企業異質特有的資源會對企業的競爭優勢產生影響（Brandon-Jones 等, 

2014）。但是資源對不同企業產生的影響又不同（Zhou, Gao, & Zhao, 2017），這可能來

源於邊界條件的不同。因此，本論文從疫情嚴重程度的角度，豐富資源基礎理論在危機

管理中的應用，研究其在地理要素、資金要素、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

企業彈性影響過程中的調節作用。 

 

2.9 防疫系統使用的相關研究 

由於新冠疫情的持久性和不確定性（安娜, 2020; 夏上, 李佼, & 倪志良, 2020），

企業建立了自己的疫情防控數位化系統和員工每日健康打卡的制度（吳靜等, 2020）。

如附錄 4 所示的某企業員工每日打卡的內容所示，企業員工和企業來訪人員需要上報自

己的“體溫”、“是否有咳嗽、乏力、肌肉酸痛、呼吸困難等症狀”、“最近是否有去

過疫情中高風險地區”、“最近是否有接觸過從疫情中高風險地區來的人員”等等。通

過後臺數位化防疫系統的報告，企業不僅關心了員工的身體健康狀況，同時也促進了疫

情資訊的即時傳達。防疫數位化系統的使用有助於企業疫情資訊的整合，疫情資訊的及

時傳達，以及減少疫情資訊的傳遞成本。基於知識基礎理論（Grant, 1996; Felin & Hesterly, 

2007），防疫系統的使用會説明企業疫情資訊與經營知識的整合，從而幫助企業在疫情

中創造知識，從而獲得競爭優勢。 

目前關於疫情防控系統的使用相關文獻主要關注于如何建立疫情防控體系。李成威

和傅志華（2020）認為好的疫情防控可以穩定企業的 ，快速控制疫情影響範圍和傳播

速度。陳春花（2020）的研究建議企業通過數位化去更好地防控疫情以及進行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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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型，變成自我變革的機會。吳靜等（2020）的研究認為政府、企業、社會都應該利

用雲計算、大資料等技術實現賦能疫情防控的數位化管理，例如每日健康追蹤打卡、每

日線上登記等等。例如成都市推出的“時空伴侶”，通過大資料分析，與新冠確診患者

有10分鐘以上都處於 800米以內就稱為“時空伴侶”，需要及時核酸檢測。宋華（2020）

建議企業應基於疫情防控系統建立預警體系，根據預警資訊和狀況，合理處理危機狀況。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對疫情體系使用的研究還停留在理論層面，鮮有實

證研究討論過疫情防控體系的作用，特別地，目前還沒有實證研究分析過防疫系統使用

如何調節不同資源的有效性。因此，基於知識基礎理論，我們是第一篇通過實證分析研

究防疫系統使用對不同資源的調節作用的文章。換句話說，本論文從防疫系統使用的角

度，研究其在地理要素、資金要素、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

影響過程中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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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假設 

3.1 地理要素對企業彈性的直接影響 

地理要素對企業的生產運營至關重要。本論文主要關注開發區這種地理要素如何影

響疫情中的企業彈性。開發區是地方政府為促進區域經濟迅速繁榮而設置的特定的區域

（王永進 & 張國峰, 2016）。基於開發區在稅收、企業集聚、基礎設施等方面的資源優

勢以及價值優勢，我們認為開發區這種地理要素對疫情中的企業彈性有著正向的促進效

果，可以幫助企業取得競爭優勢。具體來說，原因如下： 

首先，開發區在政府財稅政策、房租減免、融資貸款等方面有優勢，可以減少企業

在疫情期間的資金壓力，減少企業運營成本，有利於幫助企業更好地復工複產。黃送欽, 

呂鵬和範曉光（2020）指出由於疫情防控的需要，企業復工複產面臨很多方面的壓力，

例如資金和稅費等現金流壓力。朱武祥等（2020）發現大約 20.0%的企業希望對企業稅

費進行減免，並對企業提供資金的流動性支持。開發區內的企業在疫情中有著稅收方面

的優勢，例如四川省成都經濟技術開發區對區內的企業暫不徵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的調

節稅、優惠提供工業用土地，特別地，開發區內被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在一定期限內

企業所得稅稅率可降至 15％。因此，開發區有助於開發區內企業減少復工複產的資金

壓力。 

另外，在開發區的企業也具有集聚效應，有利於在開發區的企業的疫情防控經驗和

知識貢獻，有利快速恢復的正常狀態。由於新冠疫情是突發的，企業缺乏相關疫情防控

的經驗，開發區內聚集著不同行業、不同資源的企業。有醫療背景或者相關疫情防控經

驗的企業可以分享經驗和資源給開發區內的企業，或者開發區內的企業可以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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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疫情期間企業的疫情相關知識整合（賀燦飛, 朱彥剛, & 朱晟君, 2010; Chyi, Lai, & 

Liu, 2012），攜手共同對抗疫情對企業產生的衝擊。 

同時，疫情中的開發區還擁有勞動力供給的優勢。疫情爆發正逢春節，而員工返工

又受到疫情隔離政策的影響，很多員工因此延遲返崗，企業推遲復工，對疫情中企業彈

性造成了影響（Boelig 等, 2020; 黃群慧, 2020）。而開發區由於區域經濟的集聚效應影

響，開發區的勞動力供給相對於非開發區相對充足，因此有利於企業招工和人力資源分

享，有效促進企業開展復工複產的相關工作。 

最後，開發區的企業擁有高標準的基礎設施和規範管理，可以更好地利用基礎設施

的優勢進行復工複產的管理。為了實現高水準的區域可持續發展，開發區內往往是由政

府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具有較高的標準（鄭江淮, 高彥彥, & 胡小文, 2008）。在開發

區內的這些高標準的硬體和軟體設施，可以説明疫情中的企業減少運營中的生產成本，

更快地復工複產。例如，某開發區統一採用“網格對接服務+督導檢查”幫助企業做好疫

情防控和復工複產的準備，成功幫助生產電動機、減速機的公司復工複產。 

據以上討論，我們得到如下的假設： 

假設 1（H1）: 地理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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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資金要素對企業彈性的直接影響 

根據以往文獻，本論文認為資金要素中的資金密集程度會對疫情中的企業彈性產生

正向的促進作用。理由如下： 

第一，資金密集程度高的企業具有較高的機械化程度，會減弱疫情對勞動力市場產

生的影響，説明企業建立彈性。資金密集程度較高的企業往往將資金投入到大型的固定

資產中，進行機械化的生產（Lee, 2010）。新冠疫情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供不應求以及

勞動力價格上升，資金密集程度較高的企業由於機械化高，可以更少地被影響到。特別

地，疫情突發造成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員工無法正常上班，但是機械化高的企業可以通過

企業的控制系統遠端控制和管理企業的生產和運營，説明企業建立彈性的競爭優勢，更

加快速地恢復到正常狀態（Pang, Shi, & Zheng, 2021）。 

第二，資金密集程度高的企業具有更強的創新技術能力和危機應對能力。資金密集

高的企業對科學研發投入較高，企業擁有更強的創新能力（Johansson & Lööf, 2008）。

在面臨突發情況時，企業的創新能力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應對市場危機（De Oliveira 

Teixeira & Werther Jr, 2013）。同時，資金密集程度高的企業擁有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

才，這些人才由於擁有更多的知識積累，也更容易想出辦法和措施，幫助企業應對新冠

疫情產生的危機。例如，由於疫情期間戴口罩影響人與人之間的情緒交流，資金密集程

度高的某企業通過創新能力設計出了透明的口罩，這樣人與人交流時可以更加感受到彼

此的笑容和情緒，同時也對口紅行業的銷量產生了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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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基於資金密集型企業在機械化和創新能力等方面的資源優勢，我們認為資金

要素會對疫情中的企業彈性產生正向的促進作用。因此，基於以上的討論，本論文提出

了以下假設： 

假設 2（H2）: 資金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是正向的。 

 

3.3 銷售商國際化對企業彈性的直接影響 

銷售商國際化在國際商務的相關研究中討論比較多，本論文中主要通過企業出口行

為來衡量企業的銷售商國際化（He, Brouthers, & Filatotchev, 2013）。我們認為銷售商國

際化這種資源，可以促進企業在疫情中的彈性，説明企業在疫情中取得競爭優勢，原因

如下： 

首先，銷售商國際化企業擁有更多的珍貴的學習機會，可以促進企業的知識整合和

創造，比競爭者更加快速地適應和應對疫情，產生競爭優勢。學者指出企業出口可以幫

助企業接觸更加多元化的國外先進的知識和技術，促進企業的創新能力（Golovko & 

Valentini, 2011）。企業的知識積累和創新能力可以幫助企業在疫情中設計創新的產品，

比競爭者更好地滿足疫情中變化的顧客需求（De Oliveira Teixeira & Werther Jr, 2013），

幫助企業快速恢復到正常狀態。另外，銷售商國際化的企業也可以從銷售商那兒學習到

外國顧客的偏好最新資訊，然後改變企業產品設計和行銷策略，在疫情中實現更加有效

的運營方式（Fafchamps, El Hamine, & Zeufack, 2008）。同時，由於疫情的爆發是全球

性的，企業可以與國外的外貿企業之間互幫互助，分享疫情防控和復工複產的相關經驗，

整合疫情資訊和經營知識，説明疫情中的企業比競爭者更快地一起恢復到正常狀態。 



 

33 

 

其次，出口企業由於國際銷售商的多元性和規模經濟，可以更有效規避疫情帶來的

衝擊。由於新冠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常態化以及各國新冠疫情的差異性，銷售商國際

化程度高的企業可以更好地規避風險。Ganotakis 和 Love（2012）的研究指出銷售商國

際化這一外部資源可以幫助企業由於擴大了銷售市場，在企業生產和運營層面形成了規

模效應，更多地減少了運營成本，減少了疫情中企業的現金流壓力，幫助企業贏得競爭

優勢。同時，由於銷售商程度高的企業擁有很多的市場，如果新冠疫情造成其中一個市

場的銷售物流中斷，不會對企業的產品銷售造成大的影響，因為企業多元化的國際化銷

售商可以幫助企業建立了銷售管道的靈活性（Grewal 等, 2018），企業仍然可以在對其

他銷售商正常銷售產品，同時加大其他國際化銷售商的合作，比本土競爭者更好地規避

新冠疫情造成的負面衝擊，減少倉庫壓貨帶來的壓力和風險，更加快速地復工複產。 

基於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銷售商國際化提供的學習機會和規模效應可以説明企業

在疫情中建立企業彈性。因此，我們給出了如下的假說： 

假設 3（H3）: 銷售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是正向的。 

 

3.4 供應商國際化對企業彈性的直接影響 

企業在參與國際化的過程中，不僅向外出口產品，同時也進口相關的資源、設備和

技術（張傑, 鄭文平, & 陳志遠, 2015; Qian, Liu, & Wang, 2018）。本論文的供應商國際

化主要由企業是否參與進口來衡量。我們認為供應商國際化會對疫情中的企業彈性產生

正向的影響。具體來說，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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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供應商國際化和參與進口有利於解決疫情期間原材料短缺的問題。新冠疫情

造成了部分供應商斷裂和原材料緊缺（Nikolopoulos 等, 2021），對企業的復工複產造成

了巨大的阻礙。如果企業從其他國家進口相關原材料，可以緩解國內同行業的原材料價

格上漲和原材料短缺帶來的問題，解決資源約束的局限性（Wang 等, 2020）。特別地，

企業擁有多條供應商，從不同國家進口產品，會説明企業建立供應商的韌性（Munoz & 

Dunbar, 2015; Namdar, Li, Sawhney, & Pradhan, 2018）。當一條供應商中斷時，企業可以

從其他的供應商購買相關的產品或者技術，説明企業更加快速恢復到正常狀態。 

再者，企業進口可以增加企業的知識積累和創新能力。Rijesh（2015）和 Bisztray, 

Koren 和 Szeidl（2018）認為企業進口可以幫助企業學習到國際供應商溢出的的相關經

驗和知識，從而增加企業的創新能力，對新產品研發和推廣產生正面的影響（劉重力 & 

黃平川, 2011）。企業也可以和國際供應商的生態夥伴相互合作，進行價值共創（Chang, 

Wang, & Bai, 2020），在疫情中根據消費者的變化需求，靈活地設計出不同的新產品，

維持市場的佔有率。與此同時，進口企業也可以和國際化供應商夥伴相互分享疫情防控

的相關知識、經驗和防控措施，互幫互助，一起攜手抗疫，更加快速地恢復到疫情之前

運營狀態。 

同時，由於疫情期間資源的緊缺，企業通過進口可以促進企業的產能利用率，減少

運營成本。張先鋒, 謝正瑩和蔣慕超（2019）認為企業進口可以促進企業的產能利用率，

幫助疫情中的企業節約成本，取得疫情中的競爭優勢。企業進口中間品也減少了復工複

產過程中的中間品生產環節，為企業快速的復工複產提供了助推的作用。 

因為企業進口可以解決疫情中資源短缺、推動知識分享和企業創新，以及促進企業

的產能利用效率，因此可以幫助企業在疫情中取得競爭優勢，從而幫助企業更加快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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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復工複產。因此，我們認為供應商國際化可以正向促進企業疫情中彈性的形成，提

出了如下的假說： 

假設 4（H4）: 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是正向的。 

 

3.5 疫情嚴重程度的調節作用 

疫情嚴重程度主要由新冠疫情中被確診人數的多少來衡量。確診人數越多，說明疫

情越嚴重，對企業的正常運營和生產造成的影響也越大，即企業面臨的勞動力價格上漲、

原材料價格上漲、稅費和租金等成本壓力、市場需求的波動變化等問題也越明顯（Shen

等, 2020）。當企業處於疫情較為嚴重的城市時，企業特有的資源將變得更加稀有和有

價值。所以，我們認為當企業處於疫情嚴重程度的城市時，地理要素、資金要素、銷售

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將變得更強。具體理由如下： 

對於地理要素，開發區的地理位置有助於企業取得政策扶持優惠優勢、企業集聚效

應優勢、勞動力供給優勢。首先，當疫情較為嚴重時，疫情防控政策也將更加嚴格，企

業面臨著成本壓力會更大（黃送欽, 呂鵬, & 範曉光, 2020），因此疫情嚴重期間的稅收

優惠政策對企業復工複產將更加有價值，更容易幫助企業取得競爭優勢。其次，在疫情

不嚴重的區域，開發區內企業集聚效應產生的知識、經驗和資源的分享有用性降低。因

此在疫情較輕的區域，開發區對企業彈性的正向效應減弱。最後，在疫情嚴重的區域，

勞動力的供給將變得更加不足，因此開發區內勞動力有集聚供給將變得更加有價值，幫

助企業取得競爭優勢，快速復工複產。因此，疫情嚴重程度會增強地理要素對疫情中企

業彈性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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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資金要素，資金密集程度高的企業擁有機械化和創新能力的優勢。我們認為在

疫情較為嚴重的區域，企業的資金密集程度將變成更加稀少和有價值的資源。當疫情變

得更加嚴重時，勞動力的供給變得更加緊缺，資金密集程度較高的企業可以利用機械化

遠端控制設備進行自動化生產，不被勞動力市場影響（Lee, 2010）。同時，疫情較為嚴

重時，當競爭企業處於停工狀態時，資金密集程度高的企業可以利用自己的創新能力和

高知識人才（Acs & Audretsch, 1987b; Johansson & Lööf, 2008），創新產品滿足市場不

斷變化的供給。因此，疫情嚴重程度會增強資金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 

對於銷售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當疫情嚴重時，企業從國際化銷售商和國

際化供應商中學習到的先進技術和疫情防控知識（Tsang, 2002; Golovko & Valentini, 

2011），將變得更加彌足珍貴。因為疫情嚴重時，企業可以通過自己學習到的技術和知

識設計創新的產品，相對於競爭者能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取得競爭優勢。同時，銷

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提供給了企業銷售商多元化和供應商多元化（Munoz & 

Dunbar, 2015; Namdar 等, 2018）。當疫情較為嚴重時，當企業的國內銷售市場和國內供

應鏈斷裂時，企業可以通過國際化銷售商銷售產品，通過國際化供應商進口相關的原材

料和設備，因此在疫情嚴重的區域，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變得更加有價值，幫

助企業取得競爭優勢。所以，疫情嚴重程度會增強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

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 

綜上所述，所謂“雪中送炭”讓人感覺更加溫暖。在疫情更加嚴重時，地理要素、

資金要素、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將顯得更加有價值，説明企業建立企業彈性。

因此，我們提出如下的假說： 

假設 5a（H5a）: 當地疫情較為嚴重時，地理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增強。 



 

37 

 

假設 5b（H5b）: 當地疫情較為嚴重時，資金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增強。 

假設 5c（H5c）: 當地疫情較為嚴重時，銷售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增

強。 

假設 5d（H5d）: 當地疫情較為嚴重時，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增

強。 

 

3.6 防疫系統使用的調節作用 

防疫系統的使用，即企業使用疫情防控數位化系統對員工健康和疫情動向進行管理，

例如每日線上打卡、員工健康打卡等等（吳靜等, 2020）。通過數位化防疫系統的使用，

我們認為可以增強突發疫情資訊的分享及時性、減少疫情資訊的傳遞成本以及對疫情的

發展進行預測管理（Wang, Tai, & Grover, 2013），幫助企業在疫情中對不同資源的利用

效率。所以，我們認為當企業使用防疫系統時，地理要素、資金要素、銷售商國際化和

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將變得更強。具體理由如下： 

對於地理要素，疫情中開發區內的企業在集聚效應和勞動力市場供給方面有著優勢。

當企業使用數位化防疫系統時，企業不僅增強了對組織內部員工健康狀況的可見性，同

時也可以通過開發區內企業集群網路分享各個組織間的疫情狀況（Porterfield, Bailey, & 

Evers, 2010; Wang, Tai, & Grover, 2013），幫助各個企業在疫情中精准發現疫情，防止

疫情擴散，減少疫情的影響，更加快速地復工複產。同時，防疫系統的使用有助於企業

在復工複產過程中招聘員工時更好地瞭解員工的身體健康狀況，減少招工過程中由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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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的密接或者確診未採取防疫措施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認為防疫系統的使用

可以增強地理要素的正向效果。 

對於資金要素，資金密集的企業擁有高知識的人才和先進的機械化能力（Irianto, 

Sudibyo, & Wafirli, 2017）。當企業使用數位化防疫系統時，企業可以即時地、低成本地

瞭解企業人才的身體健康狀況（Ghezzi & Cavallo, 2020），在復工複產的過程，可以及

時協調人才的工作任務，幫助企業在疫情中更加快速地恢復到正常狀態。例如，通過每

日健康打開系統，某公司發現人才 A 最近有發燒的症狀，企業可以及時地協調人才 B

對人才 A 第二天的工作任務進行對接，減少企業的生產運營被人才 A 感染疫情影響的

風險，説明企業建立更好的彈性。 

對於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防疫系統使用可以增強企業在國際化銷售市場

和國際化供應鏈中的專業性和信任。來自國際銷售商夥伴和國際供應商夥伴的信任，會

促進知識分享和防疫知識的整合（Özer, Zheng, & Ren, 2014）。例如，現在企業間互訪

時如果提供參會人員當天的體溫和身體健康狀況，會給訪問企業以信任感和安全感。同

時，防疫系統的使用可以加強企業疫情中疫情資訊的視覺化和預測性，可以更加快速地

對國際銷售商夥伴和國際供應商夥伴進行及時的疫情情況預警，減少國際供應商的物流

中斷和倉儲壓力，以及減少對國際銷售商因為貨物中斷的損失，使企業在復工複產中更

加靈活地應對突發疫情。因此，我們認為防疫系統的使用可以增強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

商國際化的正向效果。 

綜上所述，疫情防控數位化系統的使用賦能企業資源的價值提升。當企業使用疫情

防控數位化系統時，地理要素、資金要素、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的資源利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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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價值利用效率得以提升，幫助企業利用資源取得更強的彈性競爭優勢。因此，我們

提出如下的假說： 

 

假設 6a（H6a）: 當企業使用疫情系統時，地理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增強。 

假設 6b（H6b）: 當企業使用疫情系統時，資金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增強。 

假設 6c（H6c）: 當企業使用疫情系統時，銷售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

增強。 

假設 6d（H6d）: 當企業使用疫情系統時，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

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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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4.1 樣本選擇與資料來源 

本論文主要基於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主要包括四川省

中小微企業基本資訊資料庫、中小微企業每月運行監測資料、中小微企業每月經營調研

問卷資料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對四川省中小微企業影響調查問卷等。其中，四川省中小微

企業基本資訊資料庫包括的主要變數有企業 ID、企業名稱、市州編碼、市州、區縣編

碼、區縣、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工商註冊日期、工商註冊地址、郵遞區號、法人代表、

是否上市、股票代碼、連絡人、通訊位址、電話、傳真、手機、註冊類型、註冊類型編

碼、控股類型、控股類型編碼、企業規模、企業規模編碼、行業代碼、行業名稱、開業

日期、主營業務、主要產品等資訊。 

中小微企業每月運行監測資料包含的主要資訊有：企業 ID、報表年度、報表月份、

工業總產值、出口交貨值、營業收入、營業成本、期末借款餘額、財務費用、應收賬款、

產成品、利潤總額、應繳稅款、從業人員、用電量、生產能力(設備)利用率、應付職工

薪酬、資產總計、負債總計、固定資產投資額、工業銷售產值等資訊。 

中小微企業每月經營調研問卷的主要資訊有：企業名稱、所在區域、所屬行業、企

業總體生產經營狀況（本月實際）、企業總體生產經營狀況(下月預測)、企業所在行業

整體經營狀況(本月實際) 、企業所在行業整體經營狀況(下月預測)、本月企業招工情況、

國內市場訂單情況、產品出口訂單情況、企業流動資金情況、企業融資需求能否滿足、

近期原材料購入價格變化情況、近期能源購入價格變化情況、原材料能否滿足需要、勞

動力成本上漲影響、管理人才配置情況、專業技術人才配置情況、貸款償付情、生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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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需求滿足情況、扶持政策落實情況、企業本月用電量比上月變化情況、企業本月生產

經營人員的數量比上月變化情況、企業本月新增或追加資產投資的意願與上月相比變化

情況等等。 

新冠肺炎疫情對四川省中小微企業影響調查問卷包含的主要資訊有：企業名稱、所

在地、所屬行業、規模、企業受疫情影響推遲復工時間、企業 2020 年一季度員工返崗

率、企業 2020 年一季度主營業務收入、企業 2020 年一季度產品訂單情況、企業 2020

年一季度投資情況、企業 2020 年一季度生產經營成本、企業 2020 年一季度生產經營成

本上升主要原因、企業 2020 年上半年營業收取預判、企業 2020 年全年營業收入預判、

企業 2020 年全年用工情況預判、企業當前流動資金支出壓力最大的來源、企業流動資

金短缺程度、疫情全球蔓延對企業影響程度、疫情全球蔓延對企業產品海外訂單影響、

疫情全球蔓延受影響的海外訂單金額、疫情全球蔓延對企業海外原材料供應影響、企業

認為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疫情期間企業享受了哪些方面政府扶持政策、企業當前生

產經營面臨的主要困難、企業目前最迫切希望政府在哪些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其他方面

面臨的問題及意見等資訊。 

四川省中小微企業基本資訊資料庫包含企業數量 7353 家、中小微企業每月運行監

測資料、中小微企業每月經營調研問卷資料每月包含的企業為 2000 家左右，新冠肺炎

疫情對四川省中小微企業影響調查問卷包含的企業數量為 847 家。通過資料庫內部的企

業 ID 精確匹配，以及企業名稱的模糊匹配驗證，對匹配成功的企業的核心變數的缺失

值進行了篩選，最終包含 529 家企業，包含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的 5334 個觀測

值。企業樣本的分佈如表 2 所示，廣安市包含的企業最多，有 118 家企業，占比 22.31%；

巴中市、眉山市、資陽市包含企業最少，有 1 家企業，占比 0.19%;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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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家企業，占比 0.57%；成都市有 84 家企業，占比 15.88%；達州市有 20 家企業，占

比 3.78%；德陽市有 85 家企業，占比 16.07%；甘孜藏族自治州有 4 家企業，占比 0.76%；

廣元市有 7 家企業，占比 1.32%；樂山市有 26 家企業，占比 4.92%；涼山彝族自治州有

6 家企業，占比 1.13%；綿陽市有 80 家企業，占比 15.12%；南充市有 6 家企業，占比

1.13%；內江市有 28 家企業，占比 5.29%；攀枝花市、遂寧市各有 15 家企業，各占比

2.84%；雅安市有 8 家企業，占比 1.51%；宜賓市有 4 家企業，占比 0.76%；自貢市有 2

家企業，占比 0.38%；瀘州市有 15 家企業，占比 2.84%。 

表 2. 樣本分佈 

      

城市 數量 占比（%）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3 0.57  

巴中市 1 0.19  

成都市 84 15.88  

達州市 20 3.78  

德陽市 85 16.07  

甘孜藏族自治州 4 0.76  

廣安市 118 22.31  

廣元市 7 1.32  

樂山市 26 4.92  

涼山彝族自治州 6 1.13  

眉山市 1 0.19  

綿陽市 80 15.12  

南充市 6 1.13  

內江市 28 5.29  

攀枝花市 15 2.84  

遂寧市 15 2.84  

雅安市 8 1.51  

宜賓市 4 0.76  

資陽市 1 0.19  

自貢市 2 0.38  

瀘州市 15 2.84  

總數 5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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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變數選擇與說明 

本論文的變數選取、變數說明和資料來源如表 3 所示。 

(1) 因變數 

本專案的因變數選取為企業彈性的虛擬變數，如果企業當月的工業總產值同期上漲

取 1，否則取 0。疫情中企業彈性定義為受到疫情的衝擊後，恢復到常態的能力（Iftikhar, 

Purvis, & Giannoccaro, 2021）。本論文中的測量有以下兩個優點：第一，用工業總產值

同期上漲的虛擬變數，相對傳統的企業彈性的測量，可以有去除“春節”等因素的影響；

第二，用工業總產值而不是銷售值，可以更加客觀反映企業生產受到的影響，避免了庫

存產生的影響。工業總產值指個體經營單位或工業企業在報告期內提供工業性服務或生

產的工業最終產品的總價值量（徐明 & 姜南, 2013），一般以貨幣形式表現，它可以真

實反映企業的生產運營情況。如圖 3 平均企業彈性的時間趨勢可以發現，2020 年 1 月

的新冠疫情對企業產生的衝擊較大，有大約 50%的企業在 3 個月左右可以恢復到正常

的狀態。由於我們的因變數企業彈性是虛擬變數，所以我們採用 Logistic 回歸模型進行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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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平均企業彈性的時間趨勢 

(2) 引數 

本論文的引數包含四個變數：地理要素、資金要素、銷售商國際化、供應商國際化。

參考吳一平和李魯（2017）的研究，地理要素主要由企業的位置是否在開發區內的虛擬

變數來衡量。企業的地理位置如果在開發區內則為 1，否則為 0。資金要素由企業在報

告期內的資金密集度的自然對數來測量，資金密集度等於總資產投入除以企業職工數。

基於之前的研究（Ricci & Trionfetti, 2012），銷售商國際化由企業的出口行為來衡量，

如果企業有國際出口取 1，否則取 0。參考 Castellani 和 Fassio（2019）的研究，供應商

國際化由企業的進口行為來測量，如果企業有國際進口取 1，否則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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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節變數 

本論文的調節變數包含城市疫情嚴重程度和防疫系統使用。通過手動整理四川省衛

健委的資訊，我們手動搜集了 2020 年四川省各個城市的累積新冠確診人數。參考之前

的研究（楊冕, 袁亦甯, & 肖堯, 2021），我們用四川各個城市的累計新冠確診人數的自

然對數來測量各個城市的疫情嚴重程度。同時，在企業的深度訪談中我們發現，防疫數

位化系統的使用在企業復工複產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用虛擬變數來衡量企

業防疫系統的使用，即如果企業使用疫情防控數位化系統取 1，否則取 0。 

(4) 控制變數 

本論文的控制變數包含四個層次：企業層面、行業層面、城市層面和時間層面。在

企業層面，我們控制了企業年齡、企業規模、上市公司、國有企業、現金流能力、政府

支援、原材料供應、生產用地等變數。有學者研究發現越成熟的企業擁有更多的經驗積

累（Li, Poppo, & Zhou, 2008; Wang & Liu, 2020），因此我們用企業成立年數的自然對數

來衡量企業年齡產生的影響。學者也指出企業規模會影響企業績效（Liu & Wang, 2020），

我們用企業投入總資本的自然對數來測量企業規模。因為上市公司擁有更多的社會關注

和資源，我們採用虛擬變數來衡量上市公司，即如果企業是上市公司取 1，否則取 0。

考慮到國有企業有更多的政策傾斜（Wang, Xie, & Wang, 2015; Zhou, Gao, & Zhao, 2017），

我們也用虛擬變數控制了國有企業，即如果企業是國有企業取 1，否則取 0。在疫情中

很多企業面臨現金斷裂的問題，從而影響企業彈性，所以我們也控制了企業的現金流能

力，如果企業現金流充足取 1，否則取 0。疫情發生後，有的企業也收到了政府的扶持

補貼，例如稅收優惠及補貼支持、融資支持、房租減免支持、用工成本支持等，我們用

虛擬變數控制企業的政府支援情況，如果企業有收到政府的支援（稅收優惠及補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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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支持、房租減免支持、用工成本支持等）取 1，否則取 0。由於疫情造成的供應商

生產的斷裂，有的企業也面臨原材料緊缺的情況，於是我們用虛擬變數控制原材料供應，

即如果企業原材料供應充足取 1，否則取 0。擁有充足的生產用地的企業將會擁有充足

的土地資源來復工複產，所以我們用虛擬變數控制生產用地情況，即企業生產用地如果

充足取 1，否則取 0。 

在行業層面，我們控制了行業勞動力價格的影響。上漲的勞動力價格會影響企業的

正常生產（Wang, Chen, Chiang, & Xie, 2016），於是我們控制了勞動力價格的影響，如

果企業受行業勞動力價格上漲影響取 1，否則取 0。 

在城市層面，我們控制了不同城市之間經濟發展的差異。借鑒 Wang 和 Liu（2020）

的研究，城市的經濟發展水準也影響到企業的生產，於是我們四川各個城市的 2020 年

GDP 的自然對數來衡量城市經濟的差異性發展。 

在時間層面，在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之間包含了 12 個月，我們生成了 11

個虛擬變數，來控制了時間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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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數說明 

      

變數 測量 資料來源 

因變數     

企業彈性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間，如果企業月工業

總產值同期上漲取 1，否則取 0。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引數     

地理要素 企業的地理位置如果在城市開發區取 1，否則取 0。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資金要素 
企業某月的資金密集度的自然對數，資金密集度等

於總資產投入除以企業職工數。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銷售商國

際化 
如果企業有國際出口取 1，否則取 0。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供應商國

際化 
如果企業有國際進口取 1，否則取 0。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調節變數     

疫情嚴重

程度 
四川各個城市的累計新冠確診人數的自然對數。 四川省衛生健康委員會 

防疫系統

使用 
如果企業使用疫情防控數位化系統取 1，否則取 0。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控制變數     

企業年齡 企業成立年數的自然對數。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企業規模 企業投入資本的自然對數。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上市公司 如果企業是上市公司取 1，否則取 0。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國有企業 如果企業是國有企業取 1，否則取 0。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現金流能

力 
如果企業現金流充足取 1，否則取 0。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政府支持 
如果企業有收到政府的支援（稅收優惠及補貼支

持、融資支持、用工成本支持等）取 1，否則取 0。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原材料供

應 
如果企業原材料供應充足取 1，否則取 0。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生產用地 企業生產用地如果充足取 1，否則取 0。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勞動力價

格 

如果企業受行業勞動力價格上漲影響取 1，否則取

0。 

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 

城市

GDP 
四川各個城市的 2020 年 GDP 的自然對數。 四川省統計局 

  



 

48 

 

第五章. 資料分析結果 

5.1 變數相關性與描述統計 

如表 3 所示，我們報告了變數之間的相關性分析和描述性統計。通過相關性分析我

們發現，地理要素與企業彈性正相關（b=0.060，p<0.01），資金要素與企業彈性正相關

（b=0.051，p<0.01），銷售商國際化與企業彈性正相關（b=0.115，p<0.01），供應商國

際化與企業彈性正相關（b=0.097，p<0.01），為我們主效應的假說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同時，我們還發現疫情嚴重程度與企業彈性負相關（b=-0.112，p<0.01），我們行業勞

動力價格上漲與企業彈性負相關（b=-0.037，p<0.01），政府支援與企業彈性正相關

（b=0.043，p<0.01）。通過均值和標準差分析我們發現，平均有 49%的企業的彈性較好，

即同期工業總產出超過去年；25%的企業位於城市裡的開發區內部；28%的企業擁有國

際化的銷售商；23%的企業從國外進口；13%的企業使用了疫情防控的數位化系統；企

業的平均年齡是 13 歲，即企業平均成立了 13 年；1%的企業是上市公司；7%的企業是

國有企業；24%的企業是現金流充足的；92%的企業在疫情期間收到了政府提供的相關

支援；44%的企業原材料供應充足；43%的企業生產用地充足；17%的企業面臨行業勞

動力上漲的影響。 

如表 5 所示，我們採用 Logistic 模型來檢驗我們的假設。在模型 1 中我們加入了所

有控制變數，在模型 2 中加入了所有的引數和調節變數，在模型 3-6 中對相應調節效應

進行了分析。對於多重共線性問題，我們計算了所有回歸的方差膨脹係數（VIF），發

現平均的方差膨脹係數為 1.74，小於 10。所以，本論文的共線性問題不明顯（Bai, Chang, 

& L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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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數相關性與描述性統計 

                      

  Variable 1 2 3 4 5 6 7 8 9 

1 企業彈性 1.000                 

2 地理要素 0.060*** 1.000               

3 資金要素 0.051*** 0.056*** 1.000             

4 銷售商國際化 0.115*** 0.069*** 0.057*** 1.000           

5 供應商國際化 0.097*** 0.092*** 0.077*** 0.668*** 1.000         

6 疫情嚴重程度 -0.112*** -0.075*** -0.075*** -0.024* -0.023* 1.000       

7 防疫系統使用 0.019 0.026* 0.007 0.022 0.025* -0.019 1.000     

8 企業年齡 0.011 -0.155*** 0.015 -0.034** -0.098*** -0.026* 0.014 1.000   

9 企業規模 -0.017 0.005 0.768*** 0.002 0.007 -0.005 0.006 0.029** 1.000 

10 上市公司 0.011 0.015 0.024* -0.051*** 0.021 0.160*** -0.032** 0.053*** 0.008 

11 國有企業 -0.010 -0.055*** -0.022 -0.018 -0.065*** 0.048*** -0.002 0.170*** 0.020 

12 現金流能力 -0.130*** -0.058*** -0.052*** 0.070*** 0.028** -0.023* -0.175*** -0.035** -0.018 

13 政府支持 0.043*** 0.021 0.047*** 0.003 0.034** 0.008 -0.014 0.059*** 0.010 

14 原材料供應 -0.006 -0.064*** -0.059*** -0.099*** -0.104*** 0.000 -0.027** 0.119*** -0.020 

15 生產用地 -0.014 -0.050*** -0.069*** -0.071*** -0.096*** 0.054*** -0.021 0.115*** -0.011 

16 勞動力價格 -0.037*** -0.055*** -0.013 -0.049*** -0.034** 0.025* -0.091*** 0.034** 0.007 

17 城市 GDP -0.125*** -0.147*** -0.101*** -0.076*** -0.062*** 0.834*** -0.037*** 0.130*** -0.004 

  均值 0.49  0.25  21.40  0.28  0.23  98.09  0.13  13.26  71129.11  

  標準差 0.50  0.44  203.77  0.45  0.42  161.92  0.34  9.66  232861.10  

備註: *** p<0.01, ** p<0.05, * 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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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一頁表格） 

  Variable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企業彈性                 

2 地理要素                 

3 資金要素                 

4 銷售商國際化                 

5 供應商國際化                 

6 疫情嚴重程度                 

7 防疫系統使用                 

8 企業年齡                 

9 企業規模                 

10 上市公司 1.000               

11 國有企業 -0.022 1.000             

12 現金流能力 0.018 0.009 1.000           

13 政府支持 0.025* 0.079*** -0.094*** 1.000         

14 原材料供應 0.029** 0.072*** 0.043*** -0.015 1.000       

15 生產用地 0.039*** 0.002 0.036*** -0.005 0.503*** 1.000     

16 勞動力價格 -0.038*** -0.034** 0.134*** -0.069*** 0.042*** 0.119*** 1.000   

17 城市 GDP 0.163*** 0.107*** 0.036*** -0.005 0.133*** 0.161*** 0.089*** 1.000 

  均值 0.01  0.07  0.24  0.92  0.44  0.43  0.17  4755.49  

  標準差 0.08  0.25  0.43  0.27  0.50  0.50  0.38  6058.56  

備註: *** p<0.01, ** p<0.05, * 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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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企業彈性的 Logistic 模型分析結果 

                

變數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主效應               

地理要素 H1   0.052* 0.057* 0.053* 0.051* 0.043 

      (0.029) (0.030) (0.030) (0.029) (0.030) 

資金要素 H2   0.247*** 0.260*** 0.247*** 0.247*** 0.247*** 

      (0.048) (0.048) (0.048) (0.048) (0.048) 

銷售商國際化 H3   0.219*** 0.226*** 0.219*** 0.221*** 0.216*** 

      (0.039) (0.039) (0.040) (0.039) (0.039) 

供應商國際化 H4   0.032 0.028 0.031 0.025 0.036 

      (0.039) (0.039) (0.040) (0.039) (0.039) 

疫情嚴重程度     -0.107* -0.075 -0.105* -0.107* -0.118** 

      (0.055) (0.056) (0.055) (0.055) (0.055) 

防疫系統使用     -0.019 -0.023 -0.018 -0.021 -0.019 

      (0.029) (0.029) (0.029) (0.029) (0.030) 

調節效應               

地理要素*疫情嚴重程度 H5a     0.076**       

        (0.037)       

資金要素*疫情嚴重程度 H5b     0.150***       

        (0.031)       

銷售商國際化*疫情嚴重程度 H5c       0.022     

          (0.037)     

供應商國際化*疫情嚴重程度 H5d       0.016     

          (0.036)     

地理要素*防疫系統使用 H6a         0.049*   

            (0.029)   

資金要素*防疫系統使用 H6b         0.024   

            (0.029)   

銷售商國際化*防疫系統使用 H6c           -0.059 

              (0.040) 

供應商國際化*防疫系統使用 H6d           0.121*** 

              (0.040) 

控制變數               

企業年齡   0.037 0.034 0.031 0.037 0.040 0.043 

    (0.046) (0.048) (0.048) (0.048) (0.048) (0.048) 

企業規模   0.107*** 0.058* 0.048 0.059* 0.054 0.059* 

    (0.032) (0.033) (0.033) (0.033) (0.033) (0.033) 

上市公司   0.806** 0.834** 0.654* 0.851** 0.854** 0.858** 

    (0.356) (0.358) (0.363) (0.364) (0.359) (0.358) 

國有企業   -0.029 0.017 0.012 0.023 0.028 0.028 

    (0.119) (0.120) (0.121) (0.121) (0.121) (0.121) 

現金流能力   -0.601*** -0.658*** -0.661*** -0.659*** -0.662*** -0.658*** 

    (0.068) (0.071) (0.071) (0.071) (0.071) (0.071) 

政府支持   0.210** 0.168 0.181* 0.177* 0.164 0.147 

    (0.106) (0.107) (0.107) (0.107) (0.107)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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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供應   0.014 0.044 0.050 0.044 0.039 0.044 

    (0.067) (0.068) (0.068) (0.068) (0.068) (0.068) 

生產用地   0.009 0.036 0.019 0.036 0.042 0.050 

    (0.067) (0.068) (0.069) (0.068) (0.068) (0.068) 

勞動力價格   -0.017 0.005 0.010 0.006 0.001 0.007 

    (0.077) (0.078) (0.079) (0.079) (0.078) (0.078) 

城市 GDP   -0.280*** -0.145** -0.134** -0.147** -0.150** -0.135** 

    (0.032) (0.060) (0.060) (0.060) (0.060) (0.060) 

固定時間效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數   1.297*** 0.429 0.379 0.434 0.458 0.353 

    (0.316) (0.485) (0.487) (0.486) (0.485) (0.489) 

                

                

企業數量   529 529 529 529 529 529 

觀測值   5,334 5,334 5,334 5,334 5,334 5,334 

卡方值   383.8 494.3 522.4 495.6 498.1 504.1 

備註:括弧裡為標準誤. *** p<0.01, ** p<0.05, * 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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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控制變數的回歸結果 

從表 5 的模型 1 我們可以發現，企業規模顯著正向影響企業彈性的效率（b=0.107，

p<0.01）,即企業的投入資本每增加 1%，企業彈性的可能性變為原來的 1.113 倍。上市

公司也顯著正向影響企業彈性的可能性（b=0.806，p<0.05）,即如果企業是上市公司，企

業彈性的可能性是非上市公司的 2.239 倍。政府支援顯著正向促進企業彈性的可能性

（b=0.210，p<0.05）,即如果企業收到政府的支援，企業彈性的可能性是沒有收到政府

支援的 1.234 倍。 

 

5.3 主效應的回歸結果 

假說 1 認為地理要素會正向促進企業彈性的形成。如表 5 的模型 2 所示，地理要素

顯著地正向影響企業彈性的可能性（b=0.052，p<0.10）,即如果企業在開發區內，企業彈

性的可能性是非開發區內企業的 1.053 倍。所以，結果驗證了假說 1 的成立。 

表 5 的模型 2 顯示，資金要素顯著地正向影響企業彈性的可能性（b=0.247，p<0.01）,

即企業的資金密集程度增加 1%，企業彈性的可能性是原來的 1.280 倍。所以，假說 2 得

到了支持，即資金要素可以正向促進企業彈性的形成。所以，資金密集度高的企業在疫

情中更加容易恢復到原來的常態水準。 

假說 3 認為銷售商國際化可以正向促進企業彈性的形成。表 5 的模型 2 顯示，銷售

商國際化顯著地正向影響企業彈性的可能性（b=0.219，p<0.01）,即如果企業擁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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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銷售商，企業彈性的可能性是沒有國際化銷售商的企業的 1.245 倍。所以，結果驗證

了假說 3 的成立。 

假說 4 認為供應商國際化可以正向促進企業彈性的形成。但是，表 5 的模型 2 發現

供應商國際化不顯著地影響企業彈性的可能性（b=0.032，n.s.）,即擁有國際化供應商的

企業彈性與沒有國際化供應商的企業彈性沒有顯著的區別。所以，假說 4 沒有得到支

持。原因可能是中國製造業目前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韓國高等, 2011; Wang, Luo, & 

Guo, 2014; 鐘春平 & 潘黎, 2014），中小微企業的上游供應商也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

在面臨疫情的衝擊危機時，即使國內中小製造業的供給商可能暫時停產，但是庫存仍然

可以滿足中小企業的需求，所以國內供應商可能供給相對充足，所以供應商國際化的影

響不太明顯了。 

 

5.4 調節變數的回歸結果 

對於調節效應，假說 5a 認為在疫情較為嚴重的地方，地理要素的正向作用會更強。

在表5的模型3顯示，地理要素與疫情嚴重程度的二元交互作用是顯著正向的（b=0.076，

p<0.05），所以，支持假說 5a。同時我們參考 Li, Poppo 和 Zhou（2008）的做法，繪製

了在疫情嚴重程度不同的情況下，地理要素的斜率圖。如圖 4A 所示，在疫情嚴重程度

低時（均值減去一個標準差），地理要素對企業彈性的可能性的影響是不顯著的（b=-

0.004，n.s.）；在疫情嚴重程度高時（均值加上一個標準差），地理要素對企業彈性的

可能性的影響是正向顯著的（b=0.030，p<0.01）。換句話說，在疫情嚴重程度高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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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企業在開發區內，企業彈性的可能性是非開發區內企業的 1.030 倍；在疫情嚴重程度

低時，在開發區內的企業彈性與非開發區內企業彈性的差異不顯著。 

假說 5b 認為在疫情嚴重程度較高的地方，資金要素的正向作用會更強。在表 5 的

模型 3 顯示，資金要素與疫情嚴重程度的二元交互作用是顯著正向的（b=0.150，p<0.01），

所以，支持假說 5b。如圖 4B 所示，在疫情嚴重程度低時（均值減去一個標準差），資

金要素對企業彈性的可能性的影響是顯著正的（b=0.025，p<0.05）；在疫情嚴重程度高

時（均值加上一個標準差），資金要素對企業彈性的可能性的正向影響變得更強（b=0.092，

p<0.01）。換句話說，在疫情嚴重程度低時，企業的資金密集程度增加 1%，企業彈性

的可能性是原來的 1.025 倍；在疫情嚴重程度高時，企業的資金密集程度增加 1%，企

業彈性的可能性是原來的 1.096 倍，變得更強。 

假說 5c 和 5d 認為，在疫情嚴重程度較高的地方，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的

正向作用會更強。如表 5 的模型 4 所示，銷售商國際化與疫情嚴重程度的二元交互作用

是不顯著的（b=0.022，n.s.），供應商國際化與疫情嚴重程度的二元交互作用也是不顯

著的（b=0.016，n.s.）。因此，結果不支持假說 5c 和 5d。所以，在疫情嚴重程度較高

的地方，內部經營要素對企業彈性的正向作用變得更強，但是外部企業國際化對正向作

用變化不明顯。原因可能是，內部資源相對于外部資源更加具有所有權和控制力，因此

在疫情嚴重的地區，雖然外部資源更加多元化，但是可能受到嚴重疫情的衝擊，而內部

資源由於其更加受到企業控制，所以其在疫情嚴重時更加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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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疫情嚴重程度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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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6a 認為當企業使用疫情防控的數位化系統時，地理要素的正向作用會更強。

在表5的模型5所示，地理要素與防疫系統使用的二元交互作用是顯著正向的（b=0.049，

p<0.10），所以，支持假說 6a。如圖 5A 所示，企業使用疫情防控系統會增強地理要素

的正向效果。當企業不使用疫情防控的數位化系統時，地理要素對企業彈性的可能性的

影響是不顯著的（b=-0.001，n.s.）；當企業,使用疫情防控的數位化系統時，地理要素對

企業彈性的可能性的影響是正向顯著的（b=0.023，p<0.01）。當企業使用疫情防控的數

位化系統時，如果企業在開發區內，企業彈性的可能性是非開發區內企業的 1.023 倍；

當企業不使用疫情防控的數位化系統時，在開發區內的企業彈性與非開發區內企業彈性

的差異不顯著。 

然而，假說 6b 沒有得到支持。假說 6b 認為當企業使用疫情防控的數位化系統時，

資金要素的正向作用會更強。在表 5 的模型 5 顯示，資金要素與防疫系統使用的二元交

互作用是不顯著的（b=0.024，n.s.）。所以，不支持假說 6b。原因可能是資金密集程度

高的企業具有較高的機械化程度，所以企業技術人才可以遠端控制企業的正常生產，因

此防疫系統使用分享的疫情資訊對企業相關的知識整合的影響不太明顯。 

同時，假說 6c 也沒有得到支援。假說 6c 認為當企業使用疫情防控的數位化系統

時，銷售商國際化的正向作用會更強。在表 5 的模型 6 顯示，銷售商國際化與防疫系統

使用的二元交互作用是不顯著的（b=-0.059，n.s.）。所以，不支持假說 6c。可能原因是

中國的出口主要由於其價格優勢，因此國際銷售商更加關注其價格，受其防疫系統使用

的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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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6d 認為，疫情防疫系統的使用會加強供應商國際化的正向作用。如表 5 的模

型 6 所示，供應商國際化與防疫系統使用的二元交互作用是顯著正向的（b=0.121，

p<0.01）。如圖 5B 所示，當企業不使用疫情防控的數位化系統時，供應商國際化對企

業彈性的可能性的影響是不顯著的（b=-0.019，n.s.）；當企業使用疫情防控的數位化系

統時，供應商國際化對企業彈性的可能性是正向顯著的（b=0.036，p<0.01）。換句話說，

當企業不使用疫情防控的數位化系統時，供應商國際化的企業彈性與非供應商國際化的

企業彈性沒有顯著區別；當企業使用疫情防控的數位化系統時，供應商國際化的企業彈

性的可能性是非供應商國際化的企業彈性的 1.03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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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防疫系統使用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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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本論文的結果穩健性，我們採用了如下的幾種方法： 

第一，由於在 Logistic 模型中，假設隨機變數服從標準邏輯概率分佈。本論文中，

我們將採用 Probit 模型對我們的研究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 在 Probit 中，我們假設隨

機變數不是服從標準邏輯概率分佈，而是服從正太分佈（Aldrich & Nelson, 1984; Hoetker, 

2007）。如表 6 所示，地理要素的係數是正的且顯著的（b=0.032，p<0.10），資金要素

的係數是正的且顯著的（b=0.151，p<0.01），銷售商國際化的係數是正的且顯著的

（b=0.134，p<0.01），供應商國際化的係數是不顯著的（b=0.020，n.s.），所以，我們

的主效應假說 1、2、3 和 4 等到了一致的結果。對於疫情嚴重程度的調節效應，地理要

素與疫情嚴重程度的二元交互作用是顯著正向的（b=0.045，p<0.05），資金要素與疫情

嚴重程度的二元交互作用是顯著正向的（b=0.093，p<0.01），銷售商國際化與疫情嚴重

程度的二元交互作用是不顯著的（b=0.013，n.s.）, 供應商國際化與疫情嚴重程度的二

元交互作用是不顯著的（b=0.010，n.s.）。對於防疫系統使用的調節效應，地理要素與

防疫系統使用的二元交互作用是顯著正向的（b=0.029，p<0.10），資金要素與防疫系統

使用的二元交互作用是不顯著的（b=0.015，n.s.），銷售商國際化與防疫系統使用的二

元交互作用是不顯著的（b=-0.036，n.s.）, 供應商國際化與防疫系統使用的二元交互作

用是顯著正向的（b=0.074，p<0.01）。綜上所述，Logistic 模型與 Probit 模型對假說的

驗證得到了一致的結果。 

第二，由於在疫情中，醫療行業的企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社會需求性（周禮華, 

2020），因此我們添加控制了醫療行業檢驗結果是否穩健。醫療行業由虛擬變數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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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果企業處於醫療行業取 1，否則取 0。得到結果如表 7 所示，可以看到，在添加了

醫療行業的控制變數之後，我們的模型與原來結果得到了一致的結果。地理要素的係數

是正的且顯著的（b=0.056，p<0.10），資金要素的係數是正的且顯著的（b=0.248，p<0.01），

銷售商國際化的係數是正的且顯著的（b=0.207，p<0.01），供應商國際化的係數是不顯

著的（b=0.045，n.s.）。對於疫情嚴重程度的調節效應，地理要素與疫情嚴重程度的二

元交互作用是顯著正向的（b=0.073，p<0.05），資金要素與疫情嚴重程度的二元交互作

用是顯著正向的（b=0.154，p<0.01），銷售商國際化與疫情嚴重程度的二元交互作用是

不顯著的（b=0.015，n.s.）, 供應商國際化與疫情嚴重程度的二元交互作用是不顯著的

（b=0.029，n.s.）。對於防疫系統使用的調節效應，地理要素與防疫系統使用的二元交

互作用是顯著正向的（b=0.052，p<0.10），資金要素與防疫系統使用的二元交互作用是

不顯著的（b=0.025，n.s.），銷售商國際化與防疫系統使用的二元交互作用是不顯著的

（b=-0.056，n.s.）, 供應商國際化與防疫系統使用的二元交互作用是顯著正向的（b=0.11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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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穩健性檢驗-1：企業彈性的 Probit 模型分析結果 

                

變數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主效應               

地理要素 H1   0.032* 0.036* 0.033* 0.032* 0.027 

      (0.018) (0.018) (0.018) (0.018) (0.018) 

資金要素 H2   0.151*** 0.160*** 0.151*** 0.151*** 0.151*** 

      (0.029) (0.029) (0.029) (0.029) (0.029) 

銷售商國際化 H3   0.134*** 0.139*** 0.135*** 0.136*** 0.133*** 

      (0.024) (0.024) (0.024) (0.024) (0.024) 

供應商國際化 H4   0.020 0.018 0.020 0.016 0.023 

      (0.024) (0.024) (0.025) (0.024) (0.024) 

疫情嚴重程度     -0.067* -0.048 -0.065* -0.066* -0.073** 

      (0.034) (0.035) (0.034) (0.034) (0.034) 

防疫系統使用     -0.011 -0.014 -0.010 -0.012 -0.012 

      (0.018) (0.018) (0.018) (0.018) (0.018) 

調節效應               

地理要素*疫情嚴重程度 H5a     0.045**       

        (0.023)       

資金要素*疫情嚴重程度 H5b     0.093***       

        (0.019)       

銷售商國際化*疫情嚴重程度 H5c       0.013     

          (0.023)     

供應商國際化*疫情嚴重程度 H5d       0.010     

          (0.022)     

地理要素*防疫系統使用 H6a         0.029*   

            (0.018)   

資金要素*防疫系統使用 H6b         0.015   

            (0.018)   

銷售商國際化*防疫系統使用 H6c           -0.036 

              (0.025) 

供應商國際化*防疫系統使用 H6d           0.074*** 

              (0.025) 

控制變數               

企業年齡   0.021 0.019 0.018 0.021 0.023 0.025 

    (0.028) (0.030) (0.030) (0.030) (0.030) (0.030) 

企業規模   0.067*** 0.038* 0.031 0.038* 0.035* 0.038* 

    (0.020) (0.020) (0.020) (0.020) (0.020) (0.020) 

上市公司   0.489** 0.510** 0.395* 0.520** 0.521** 0.523** 

    (0.218) (0.220) (0.222) (0.224) (0.220) (0.220) 

國有企業   -0.019 0.010 0.008 0.014 0.016 0.017 

    (0.073) (0.074) (0.074) (0.074) (0.074) (0.074) 

現金流能力   -0.369*** -0.403*** -0.404*** -0.403*** -0.405*** -0.404*** 

    (0.042) (0.043) (0.044) (0.043) (0.043) (0.044) 

政府支持   0.121* 0.099 0.107 0.105 0.097 0.087 

    (0.065) (0.066) (0.066) (0.066) (0.066) (0.066) 

原材料供應   0.010 0.026 0.029 0.026 0.023 0.026 

    (0.041) (0.042) (0.042) (0.042) (0.042)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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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用地   0.006 0.024 0.013 0.024 0.027 0.032 

    (0.042) (0.042) (0.042) (0.042) (0.042) (0.042) 

勞動力價格   -0.011 0.002 0.006 0.003 -0.000 0.004 

    (0.048) (0.048) (0.048) (0.048) (0.048) (0.048) 

城市 GDP   -0.172*** -0.088** -0.082** -0.090** -0.091** -0.082** 

    (0.020) (0.037) (0.037) (0.037) (0.037) (0.037) 

固定時間效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數   0.803*** 0.264 0.233 0.265 0.279 0.214 

    (0.194) (0.299) (0.300) (0.300) (0.299) (0.301) 

                

                

企業數量   529 529 529 529 529 529 

觀測值   5,334 5,334 5,334 5,334 5,334 5,334 

卡方值   382.5 493.7 522.7 495.0 497.4 503.5 

備註:括弧裡為標準誤. *** p<0.01, ** p<0.05, * 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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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穩健性檢驗-2：控制醫療行業的 Logic 模型分析結果 

                

變數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主效應               

地理要素 H1   0.056* 0.062** 0.058* 0.055* 0.047 

      (0.030) (0.030) (0.030) (0.030) (0.030) 

資金要素 H2   0.248*** 0.261*** 0.248*** 0.247*** 0.248*** 

      (0.048) (0.048) (0.048) (0.048) (0.048) 

銷售商國際化 H3   0.207*** 0.214*** 0.204*** 0.209*** 0.205*** 

      (0.039) (0.039) (0.040) (0.039) (0.039) 

供應商國際化 H4   0.045 0.042 0.048 0.038 0.048 

      (0.040) (0.040) (0.040) (0.040) (0.040) 

疫情嚴重程度     -0.108** -0.077 -0.106* -0.108* -0.118** 

      (0.055) (0.056) (0.055) (0.055) (0.055) 

防疫系統使用     -0.023 -0.027 -0.022 -0.025 -0.023 

      (0.029) (0.029) (0.029) (0.029) (0.030) 

調節效應               

地理要素*疫情嚴重程度 H5a     0.073**       

        (0.037)       

資金要素*疫情嚴重程度 H5b     0.154***       

        (0.031)       

銷售商國際化*疫情嚴重程度 H5c       0.015     

          (0.037)     

供應商國際化*疫情嚴重程度 H5d       0.029     

          (0.037)     

地理要素*防疫系統使用 H6a         0.052*   

            (0.029)   

資金要素*防疫系統使用 H6b         0.025   

            (0.030)   

銷售商國際化*防疫系統使用 H6c           -0.056 

              (0.040) 

供應商國際化*防疫系統使用 H6d           0.116*** 

              (0.041) 

控制變數               

企業年齡   0.048 0.048 0.046 0.053 0.056 0.056 

    (0.046) (0.049) (0.049) (0.049) (0.049) (0.049) 

企業規模   0.114*** 0.065** 0.055* 0.065** 0.061* 0.065** 

    (0.032) (0.033) (0.033) (0.033) (0.033) (0.033) 

上市公司   0.768** 0.781** 0.597 0.779** 0.799** 0.807** 

    (0.356) (0.359) (0.364) (0.366) (0.360) (0.359) 

國有企業   -0.024 0.025 0.021 0.033 0.037 0.035 

    (0.119) (0.120) (0.121) (0.121) (0.121) (0.120) 

現金流能力   -0.613*** -0.669*** -0.673*** -0.670*** -0.674*** -0.669*** 

    (0.069) (0.071) (0.071) (0.071) (0.071) (0.071) 

政府支持   0.219** 0.175 0.188* 0.187* 0.170 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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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 (0.107) (0.107) (0.107) (0.107) (0.107) 

原材料供應   0.022 0.051 0.058 0.051 0.047 0.050 

    (0.067) (0.068) (0.069) (0.068) (0.068) (0.068) 

生產用地   0.001 0.029 0.012 0.029 0.035 0.043 

    (0.068) (0.068) (0.069) (0.068) (0.068) (0.068) 

勞動力價格   -0.016 0.004 0.009 0.007 -0.000 0.006 

    (0.077) (0.079) (0.079) (0.079) (0.079) (0.078) 

城市 GDP   -0.275*** -0.138** -0.127** -0.140** -0.144** -0.129** 

    (0.032) (0.060) (0.060) (0.060) (0.060) (0.060) 

醫療行業   -0.271** -0.278** -0.297*** -0.291*** -0.288** -0.258** 

    (0.110) (0.112) (0.112) (0.113) (0.112) (0.112) 

固定時間效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數   1.244*** 0.360 0.302 0.351 0.388 0.292 

    (0.317) (0.486) (0.488) (0.488) (0.487) (0.490) 

                

                

企業數量   529 529 529 529 529 529 

觀測值   5,334 5,334 5,334 5,334 5,334 5,334 

卡方值   389.9 500.6 529.5 502.3 504.8 509.4 

備註:括弧裡為標準誤. *** p<0.01, ** p<0.05, * 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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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展望 

7.1 研究總結 

本論文基於資源基礎理論完成了地理要素、資金要素、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

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機制的探索。本研究首先研究地理要素、資金要素、銷售商

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直接影響效果，然後討論了疫情嚴重程度和

防疫系統使用在過程中的調節作用。本論文的主要資料來源是四川省中小企業生產經營

運行監測公共服務平臺的四川省中小微企業基本資訊資料庫、中小微企業每月運行監測

資料、中小微企業每月經營調研問卷資料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對四川省中小微企業影響調

查問卷，同時結合了四川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的疫情通報資料以及四川省統計年報的經濟

資料，並用 STATA 軟體，採用 Logistics 模型對假說進行驗證，同時採用 Probit 模型等

對結果的穩健性進行檢驗。理論假設及其驗證結果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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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結果總結 

      

假設 假設內容 結果 

H1 地理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是正向的。 支持 

H2 資金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是正向的。 支持 

H3 銷售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是正向的。 支持 

H4 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是正向的。 不支持 

H5a 
當地疫情較為嚴重時，地理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增

強。 
支持 

H5b 
當地疫情較為嚴重時，資金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增

強。 
支持 

H5c 
當地疫情較為嚴重時，銷售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

響增強。 
不支持 

H5d 
當地疫情較為嚴重時，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

響增強。 
不支持 

H6a 
當企業使用疫情系統時，地理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

增強。 
支持 

H6b 
當企業使用疫情系統時，資金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

增強。 
不支持 

H6c 
當企業使用疫情系統時，銷售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

影響增強。 
不支持 

H6d 
當企業使用疫情系統時，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

影響增強。 
支持 

 

首先，本論文以資源基礎理論為基石，探索了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因素。相對於

企業的其他外部危機，例如自然災害、金融危機、供應商中斷等，新冠疫情具有持久性、

不確定性和廣泛性等新的特點。由於新冠疫情來帶的影響仍未消失，研究企業資源如何

影響疫情中的企業彈性具有現實意義，例如最近西安突發的新一輪疫情對西安企業的正

常運營造成了中斷。因此，本論文的立意從出發點豐富了資源基礎理論在疫情中的危機

管理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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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論文從內部和外部的二維視角，將企業資源分為經營要素和企業國際化兩

大類，討論了不同類別的資源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不同影響。內部經營要素資源包含了

地理要素和資金要素，外部國際化資源包含了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經過資料

分析我們發現，這兩類內部經營要素對疫情中企業彈性都存在著正面的影響，即開發區

的政策優勢、集聚效應優勢、勞動力供給優勢，資源密集型企業的機械化優勢和創新優

勢都可以幫助企業快速復工複產。然而，對於外部的企業國際化資源而言，我們發現銷

售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是正向的，但是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

影響是不顯著的。所以，我們的結果發現銷售商國際化的規模經濟和學習機會促進企業

彈性的生成。同時由於中國製造業存在產能過剩的現象，因此中小企業的供應商雖然受

到疫情影響暫時停產，但是過剩的產能可以保護中小企業的供應鏈被較小影響，因此國

際化供應商的正向影響不明顯。所以，通過本論文對內部和外部資源的不同資源對企業

彈性影響的驗證，我們驗證了地理要素、資金要素和銷售商國際化在疫情中的價值性以

及對企業彈性的促進作用，但是供應商國際化由於中國產能過剩現象所以影響不顯著。

雖然企業的異質資源能夠幫助建立企業的競爭優勢，我們選取疫情這樣的大背景下，我

們的研究發現更深入地豐富了對資源基礎理論的不同資源在疫情中應用的理解。 

最後，我們基於危機管理的相關文獻和知識基礎理論，探討了疫情嚴重程度和防疫

系統使用的調節作用。一方面，通過資料分析，我們發現疫情嚴重程度與地理要素的二

元交互作用、疫情嚴重程度與資金要素的二元交互作用是顯著正的，但是疫情嚴重程度

與銷售商國際化的二元交互作用、疫情嚴重程度與供應商國際化的二元交互作用是不顯

著的。所以，在疫情較為嚴重的區域，企業的內部經營要素，例如開發區和資金密集，

將顯得更具有價值。換句話說，開發區的政策優勢、集聚優勢、勞動力供給優勢和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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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機械化和創新優勢在疫情嚴重時更加彌足珍貴，在其他企業受疫情嚴重影響時，

企業的內部經營要素可以幫助企業“浴火重生”。但是在疫情較為嚴重時，企業外部國

際化資源的價值變化不大。 

另一方面，我們發現防疫系統使用與地理要素的二元交互作用、防疫系統使用與供

應商國際化的二元交互作用是顯著正的，但是防疫系統使用與銷售商國際化的二元交互

作用、防疫系統使用與資金要素的二元交互作用是不顯著的。因此，我們認為防疫系統

的使用有助於開發區內企業集群網路間防疫資訊的共用，更加準確地管理員工的健康狀

況。但是資金密集型企業由於有機械化的優勢，企業人才可以遠端控制企業的生產，防

疫系統使用對資金密集企業的彈性效率促進不明顯。防疫系統的使用有助於企業管理國

際供應商相關員工的身體健康狀況，靈活協調工作。但是國際化銷售商是將企業的商品

出口到國外，防疫系統使用的優勢減弱。因此，本論文整合了資源基礎理論、危機管理

和知識基礎理論，研究疫情嚴重程度和防疫系統使用對不同資源的調節作用，具有重大

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7.2 企業啟示與政策建議 

“危機”對企業而言，既是“危險”也是“機會”。企業彈性是關鍵的競爭優勢

（Akgün & Keskin, 2014）,可以幫助疫情中的企業“轉危為安”、“化險為夷”。以往

的研究很少討論企業的不同資源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作用。因此，經過本論文的研究為

企業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幾個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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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企業管理者應該意識到企業內部和外部的資源對疫情中企業彈性建立、企業

復工複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地理要素和資金要素這兩類經營要素在疫情嚴重的地方更

加彌足珍貴。我們的研究發現開發區的稅收優勢、集聚效應優勢和勞動力供給優勢，資

源密集型企業的機械化優勢和創新優勢，銷售商國際化的規模經濟優勢和學習機會優勢

都可以幫助企業快遞復工複產。因此，我們建議企業管理者在企業選址時，可以優先考

慮所在城市的開發區，開發區不僅擁有稅收優惠（龍濤, 2017），在疫情中，產業集聚

效應的知識共用和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對企業也是潛在的紅利，幫助企業建立競爭優勢，

快速復工複產。同時，我們建議資金密集較低的企業管理者可以加大投入進行企業產業

升級，投資一些機械化設備和高級人才，降低對勞動力的依賴，不僅可以提高企業的生

產效率（Kang 等, 2016），也可以使得企業在疫情反反復複中更加具有生產經營的彈性

和韌性，取到疫情中的競爭優勢。另外，我們也建議企業管理者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

放”和“一帶一路”相關戰略，匠心打造中國產品，出口中國產品，拓展國際化銷售市

場，企業不僅可以取得更好的規模經濟（Cadogan, Diamantopoulos, & De Mortanges, 1999），

也可以幫助疫情中的企業學習更加快速地銷售產品，減少貨物的囤積。 

第二，我們建議企業管理者要積極建立企業的數位化防疫系統，及時地瞭解員工的

健康狀況，例如員工每日健康打卡等系統。我們的研究發現，防疫系統的使用可以增強

地理要素和供應商國際化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促進作用。企業使用數位化防疫系統，

可以增加員工健康資訊分享的及時性、減少疫情資訊的傳遞成本（Wang, Tai, & Grover, 

2013），不僅可以瞭解員工或者招工的身體健康狀況，減少突發疫情對企業的傷害，還

可以提高供應商夥伴的信任和知識分享，幫助企業加快復工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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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研究也為新興經濟體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相關的啟示。新冠疫情的蔓延對中

國中小微企業的正常運營造成了重創，中國政府工信部在 2020 年 3 月也頒佈了《支援

中小企業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政策指引》，幫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由於開發區的稅收優

勢對疫情中企業彈性的正向影響，我們建議政府官員也應該給予非開發區的中小企業更

多的財稅支持，例如提供優惠貸款、降低中小企業的增值稅徵收率、減免企業房租、提

供疫情中企業融資綠色通道等等，以降低企業的資金壓力。同時，鼓勵中小企業進行產

業升級，投資機械設備，進行數位化轉型，減少對勞動力的依賴。另外，也建議政府在

疫情中繼續保持貿易的暢通，對貨物進行防疫檢測後，優化審批的流程，為中小企業提

供進出口的綠色通道，幫助中小企業更快地復工複產。同時，我們的研究發現了防疫系

統使用的正向調節作用，聯通的資訊更有價值（Wu, Chuang, & Hsu, 2014）,我們建議政

府為中小企業防疫數位化系統提供相關技術支援，同時在保證員工隱私的前提下，對企

業疫情的大資料進行聯通、共用和數位化管理，這樣有助於突發疫情的靈活管理，減少

突發疫情的負面影響。 

 

7.3 研究的局限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本論文在研究的過程中，從選題立意、文獻梳理、假說討論、資料整理、資料分析、

結果討論等都保持著嚴謹的科研態度，按照科研規範對文章進行寫作。本研究論文仍然

有進步空間，下面我們將對論文的局限進行討論，並給出未來的研究方向。 

第一，樣本選擇的局限性。本研究的資料研究基於四川省的中小企業，雖然控制了

省內城市間的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可以反映出區域經濟差異性帶來的影響，但是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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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還可以把研究框架應用到全國甚至其他國家的研究中。例如，中國政府採取了積極

的疫情防控政策，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政府採取消極的疫情防控政策，本論文的理論

框架是否會有不同的結果？希望未來研究可以拓寬本專案的研究範圍，對本論文的研究

框架進行資料驗證或者差異補充。 

第二，本論文的理論框架只研究了不同資源的直接效應，忽略了有的資源對企業彈

性可能存在的曲線關係。例如用資金密集程度衡量的資金要素，是否和企業彈性之間會

有著“U”型的關係，即企業彈性先隨著資金要素的上升而下降，過了臨界後，企業彈性

隨著資金要素的上升而上升。希望後續的研究可以探討資源的曲線關係，更加豐富對疫

情中資源基礎理論的理解。 

第三，本論文關注了企業的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的直接影響，但是忽略了內部資源

可能會和外部資源產生交互影響。例如，銷售商國際化可以分享國外市場的相關知識，

幫助企業借鑒國外的經驗更高效率地利用內部資源快速復工複產，提高企業彈性。李宏

彬等（2011）指出企業地理位置和資金密集程度可能會影響到企業進出口的效率。所以，

我們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不同資源之間的交互作用。 

第四，本論文對地理要素主要討論了開發區的影響。但是，地理要素也擁有其他的

層面，例如是否在市場中心、周圍交通狀況、污染狀況等等。例如，Wang, Xie 和 Wang

（2015） 認為污染嚴重的區域會降低勞動生產效率。較低的生產效率會增加企業運營

的成本，對疫情中企業彈性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未來研究可以探究其他地理要素對

疫情中企業彈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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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由於二手資料的局限性，我們的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目前使用的是

虛擬變數來測量的。出口規模、進口規模怎麼影響疫情中的企業彈性？是否國際化程度

越高越好？國際化銷售商結構和國際化供應商結構是否會對企業的復工複產產生幫助？

例如，國際化銷售商結構分散的企業在疫情中的抗干擾能力更強，因此企業彈性可能也

會更強。因此，我們希望未來研究可以關注到銷售商國際化和供應商國際化的其他特徵

（例如規模、結構、國家距離、是否一帶一路國家等等）（Wang & Liu, 2020），來豐

富國際商務研究在危機管理中應用的理解。 

第六，本論文目前關注了疫情嚴重程度和防疫系統使用的調節作用。有學者指出，

疫情對不同行業會有不同的影響（Xiong 等, 2020），例如新冠疫情對旅遊業和餐飲業的

衝擊相對比較大。所以，未來的研究可以關注行業類別的調節作用，探索在不同行業的

企業資源對企業彈性的不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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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企業主要經濟指標表 

企業主要經濟指標表(    年  月) 

企業名稱： 

代

碼 

指標名稱 計量單位 

本年 上年同期 

本月 本月止累計/本月底 當月 當月止累計/當月底 

01 工業總產值 千元     

02 出口交貨值 千元     

03 用電量 

千瓦時

(度) 
    

04 

生產能力（設備）利

用率 

% /  /  

05 營業收入 千元 /  /  

06 營業成本 千元 /  /  

07 期末借款餘額 千元 /  /  

08 財務費用 千元 /  /  

09 應收賬款 千元 /  /  

10 產成品 千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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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潤總額 千元 /  /  

12 稅金總額 千元 /  /  

13 從業人員 人 /  /  

14 職工薪酬總額 千元 /  /  

15 資產總計 千元 /  /  

16 負債合計 千元 /  /  

17 固定資產投資額 千元 /  /  

18 工業銷售產值 千元 /  /  

19 逾期應收賬款 千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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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企業每月調查問卷 

一、基本情況 

*企業名稱：                                                

*所在區域：             省            市(州)             縣 

*所屬行業：                                                

*聯 系 人：                     *聯繫電話：                    

二、問卷內容 

1、企業總體生產經營狀況(本月實際)[單選] 

A、良好       B、一般       C、不良 

2、企業總體生產經營狀況(下月預測)[單選] 

A、良好       B、一般       C、不良 

3、企業所在行業整體經營狀況(本月實際)[單選] 

A、良好       B、一般       C、不良 

4、企業所在行業整體經營狀況(下月預測)[單選] 

A、良好       B、一般       C、不良 

5、本月企業招工情況[單選] 

A、招到 90%以上       B、招到 70-90%       C、招到 50-70% 

D、招到 25-50%        E、招到不足 25%      E、不需要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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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內市場訂單情況[單選] 

A、市場訂單增加     B、市場訂單維持原狀  C、市場訂單減少 

D、其他 

7、產品出口訂單情況[單選] 

A、出口訂單增加    B、出口訂單維持原狀   C、出口訂單減少 

D、本企業沒有出口 

8、企業流動資金情況[單選] 

A、流動資金充裕     B、流動資金很緊張（缺口 20%以上） 

C、流動資金緊張（缺口 20%及以下）  D、流動資金基本正常 

9、企業融資需求能否滿足[單選] 

A、沒有融資需求    B、融資需求能夠得到滿足 

C、融資需求沒法得到滿足 

10、近期原材料購入價格變化情況[單選] 

A、近期原材料購入價格下降   B、近期原材料購入價格平穩 

C、近期原材料購入價格上升   D、其他 

11、近期能源購入價格變化情況[單選] 

A、近期能源購入價格下降    B、近期能源購入價格平穩 

C、近期能源購入價格上升    D、其他 

12、原材料能否滿足需要[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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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能       B、一般        C、否 

13、勞動力成本上漲影響[單選] 

A、小       B、一般        C、大 

14、管理人才配置情況[單選] 

A、好       B、一般        C、不好 

15、專業技術人才配置情況[單選] 

A、好       B、一般        C、不好 

16、貸款償付情況[單選] 

A、好       B、一般        C、不好 

17、生產用地需求滿足情況[單選] 

A、好       B、一般        C、不好 

18、扶持政策落實情況[單選] 

A、好       B、一般        C、不好 

19、企業本月用電量比上月變化情況[單選] 

A、增加     B、基本持平    C、減少 

20、企業本月生產經營人員的數量比上月變化情況[單選] 

A、增加     B、基本持平    C、減少 

21、企業本月新增或追加資產投資的意願與上月相比變化情況[單選] 

A、增加     B、不變    C、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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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新冠肺炎疫情對四川省中小微企業影響調查問卷 

1 企業名稱 

2 企業所在區（市）縣 

3 企業所屬行業（單選題） 

A、農業 

B、工業 

C、建築業 

D、服務業 

企業所屬細分行業 

4 企業規模（單選題） 

A、 大型企業 

B、 中型企業 

C、 小型企業 

D、 微型企業 

E、 個體工商戶 

5 企業受疫情影響推遲復工時間（單選題） 

A、 正常復工 

B、 推遲時間 1 個月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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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推遲時間 1-2 個月 

D、 至今仍未復工 

6 企業 2020 年一季度員工返崗率（單選題） 

A、 返崗率 30%以下 

B、 返崗率 30%-50% 

C、 返崗率 50%-80% 

D、 返崗率 80%以上 

7 企業 2020 年一季度主營業務收入（單選題） 

A、 比去年同期低 30%以上 

B、 比去年同期低 10%-30% 

C、 比去年同期低 10%以內 

D、 比去年同期持平 

E、 比去年同期高 10%以上 

F、 比去年同期高 10%-30% 

G、 比去年同期高 30%以上 

8 企業 2020 年一季度產品訂單情況（單選題） 

A、比去年同期低 30%以上 

B、比去年同期低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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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比去年同期低 10%以內 

D、比去年同期持平 

E、比去年同期高 10%以上 

F、比去年同期高 10%-30% 

G、比去年同期高 30%以上 

9、企業 2020 年一季度投資情況（單選題） 

A、比去年同期低 30%以上 

B、比去年同期低 10%-30% 

C、比去年同期低 10%以內 

D、與去年同期持平 

E、比去年同期高 10%以內 

F、比去年同期高 10%-30% 

G、比去年同期高 30%以上 

10、企業 2020 年一季度生產經營成本（單選題） 

A、比去年同期低 30%以上 

B、比去年同期低 10%-30% 

C、比去年同期低 10%以內 

D、與去年同期持平 

E、比去年同期高 10%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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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比去年同期高 10%-30% 

G、比去年同期高 30%以上 

11、企業 2020 年一季度生產經營成本上升主要原因（多選題） 

A、物流成本上升 

B、用工成本上升 

C、防疫系統投入 

D、用能成本上升   

E、融資成本上升   

F、原材料成本上升 

G、成本未上升 

H、其他 

12、企業 2020 年上半年營業收取預判（單選題） 

A、比去年同期低 30%以上 

B、比去年同期低 10%-30% 

C、比去年同期低 10%以內 

D、與去年同期持平 

E、比去年同期高 10%以內 

F、比去年同期高 10%-30% 

G、比去年同期高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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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企業 2020 年全年營業收入預判（單選題） 

A、比去年同期低 30%以上 

B、比去年同期低 10%-30% 

C、比去年同期低 10%以內 

D、與去年同期持平 

E、比去年同期高 10%以內 

F、比去年同期高 10%-30% 

G、比去年同期高 30%以上 

14、企業 2020 年全年用工情況預判（單選題） 

A、比去年同期低 30%以上 

B、比去年同期低 10%-30% 

C、比去年同期低 10%以內 

D、與去年同期持平 

E、比去年同期高 10%以內 

F、比去年同期高 10%-30% 

G、比去年同期高 30%以上 

15、企業當前流動資金支出壓力最大的是（單選題） 

A、繳納職工“五險一金” 

B、繳納房屋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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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繳納稅收 

D、支付員工薪酬 

E、償還貸款 

F、銀行壓貸、斷貸 

G、購買原材料 

H、其他 

16、企業流動資金短缺程度（單選題） 

A、流動資金重組 

B、0-50 萬元 

C、50-200 萬元 

D、200-500 萬元 

E、200-1000 萬元 

F、1000 萬元以上 

17、疫情全球蔓延，對企業影響程度（單選題） 

A、嚴重影響 

B、一般影響 

C、不受影響 

D、有利影響 

18、疫情全球蔓延，對企業產品海外訂單影響（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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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比去年同期低 30%以上 

B、比去年同期低 10-30%以上 

C、比去年同期低 10%以內 

D、與去年同期持平 

E、比去年同期高 10%以內 

F、比去年同期高 1%0-30%以上 

G、比去年同期高 30%以上 

H、無海外訂單 

19、疫情全球蔓延受影響的海外訂單金額（單選題） 

A、比去年同期減少 500 萬元以上 

B、比去年同期減少 200-500 萬元 

C、比去年同期減少 200 萬元以內 

D、與去年同期持平 

E、比去年同期增加 200 萬以內 

F、比去年同期增加 200-500 萬元 

G、比去年同期增加 500 萬元以上 

H、無海外訂單 

20、疫情全球蔓延，對企業海外原材料供應影響（單選題） 

A、比去年同期低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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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比去年同期低 10-30%以上 

C、比去年同期低 10%以內 

D、與去年同期持平 

E、比去年同期高 10%以內 

F、比去年同期高 1%0-30%以上 

G、比去年同期高 30%以上 

H、無海外訂單 

21、企業認為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單選題） 

A、導致全球經濟大蕭條 

B、影響半年以內 

C、影響一年以內 

D、影響一年以上 

22、疫情期間企業享受了哪些方面政府扶持政策（多選題） 

A、稅收優惠及補貼支持 

B、融資支持 

C、降低用能，用工成本支持 

D、其他方面的支持 

E、未享受政策 

23、企業當前生產經營面臨的主要困難（可多選、至多選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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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訂單下降，市場不足 

B、無法按時完成訂單，形成違約 

C、原材料供應不足 

D、企業資金壓力大，流動資金不足 

E、員工返工率低，用工成本高 

F、其他方面 

24、企業目前最迫切希望政府在哪些方面加大支援力度（可多選、至多選三項） 

A、融資、借款方面支持 

B、稅收支持 

C、房租和場地租金支持 

D、勞動用工支持 

E、水、電、氣、網路等基礎要素支援 

F、市場環境支持 

G、其他支持 

25、其他方面面臨的問題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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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疫情期間某企業的每日健康打卡的內容示例 

1. 姓名:                        

2. 今日體溫是否正常？ 

A. 正常 

B. 有發熱，體溫為                     

3. 今日是否有咳嗽、乏力、肌肉酸痛、呼吸困難等症狀？ 

A. 無 

B. 有，症狀為                     

4. 最近是否有去過疫情中高風險地區？ 

A. 無 

B. 有，地區為                    

5. 最近是否有接觸過從疫情中高風險地區來的人員？ 

A. 無 

B. 有，該人員地區為               

 

 

 


